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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乐府”一词，在文学史上的各个时期有着多种含义。先秦时期，“乐府”

是指掌管音乐的官方机构；汉朝时期，“乐府”已演变成一种入乐的诗体；六

朝时期，“乐府”所指更广泛了，其中涵盖了不入乐的诗歌；及至唐朝时期，

“乐府”乃指依循乐府特点而创作的“新题乐府”；随后的宋元时期，“乐府”

的发展更是生生不息。由此可见，“乐府”在中国文学的历史长流中酝酿出许

多不尽相同的意义。本论文主要探讨杜甫的“新题乐府”，而“新题乐府”作

为乐府文学的一环，因此论文将从起源（古乐府）、本体（新题乐府）、影响

（新乐府）三方面来看待乐府文学中的“新题乐府”。 

论文的第二章，旨于对“新题乐府”的界定与意蕴进行一番梳理与综述工

作。然，在进一步探讨“新题乐府”之前，有必要厘清与辨析“乐府”在各个

历史进程中的所指意义。因此，论文第二章分两小节，第一小节以“乐府”之

发生为起点，针对“乐府”的起源、性质、特点、发展与变化进行大致的说明。

第二小节则以综述各家对“新题乐府”之界定为前提，对“新题乐府”的内容

性、艺术性、音乐性、创题法展开大端的叙述。换言之，第二章主要站在较开

阔的角度论述“新题乐府”的意义与本质。 

论文的第三章分两小节，主要阐述杜甫“新题乐府”的具体内容与艺术形

式对“古乐府”的继承与开拓。其中第一小节从杜甫“新题乐府”所体现的思

想内容来论述其对“古乐府”的本质继承，并分成“于民之哀”、“于国之刺”

及“于士之慰”三方面来探讨。第二小节则从杜甫“新题乐府”的表现形式来

发掘其对“古乐府”的艺术开拓，并从“创题之法”、“概括性表现手法”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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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个性化手法”三方面展开叙述。简言之，第三章从杜甫“新题乐府”的

具体作品出发，对“继承说”与“开拓说”进行论证与分析。 

延续第三章，论文之第四章立足于杜甫“新题乐府”的后续影响，对深受

杜甫影响的元稹与白居易的诗学理论及思想主张展开叙述。值得一提的是，此

部分侧重于两者的共同点、相似处，以及后者在文论中对前者的提及，更能显

示出两者的关系。 

总括来说，论文从起源、本体、影响三方面来论述“新题乐府”的发生，

以厘清杜甫“新题乐府”的发展轨迹，以期对“新题乐府”有更鲜明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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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前言 

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各类文体百花齐放，大放异彩，举凡诗词曲赋皆获得

卓越非凡的成就。其中，中华是诗的民族，中国是诗的国度，诗歌的发展更是

源远流长，各类诗体各有不同的发展，异彩纷呈。乐府作为诗歌体式的一种，

具有久远的历史。乐府文学汲取并弘扬了《诗经》的风雅传统，发扬了现实主

义精神。从本质内容与艺术技巧来说，乐府更趋向一种民间文学，一种写实通

俗的文学。 

随着历史长河的洗涤，乐府在诗歌史上形成一条以乐府为系统的现实主义

传统。从战国时期“乐府”之设以降，汉乐府、文人乐府、拟古乐府再发展到

新题乐府、新乐府，一脉相承，影响深远。“乐府”一词，在文学史上的各个

时期有着许多不尽相同的意义。先秦时期，“乐府”是指掌管音乐的官方机构；

汉朝时期，“乐府”已演变成一种入乐的诗体；六朝时期，“乐府”所指更广

泛了，其中涵盖了不入乐的诗歌；及至唐朝时期，“乐府”乃指依循乐府特点

而创作的“新题乐府”；随后的宋元时期，“乐府”的发展更是生生不息。 

尤需指出的是，“新题乐府”作为“古乐府”与“新乐府”的过渡阶段，

两者之间的内在联系是承续之余，又带有创新的。然，一般上会跳脱“新题乐

府”而直接过渡到“新乐府”之号召者元稹与集大成者白居易，而忽略了“新

题乐府”之开创者——伟大诗人杜甫。且，推算起来元稹与白居易之诗学理论，

更多是建立在杜甫“新题乐府”的基础上，进一步发扬光大。 



 

2 
 

有鉴于此，本文将侧重于梳理“新题乐府”之发生轨迹，包括“新题乐府”

对“古乐府”之继承与开拓及“新题乐府”对“新乐府”的影响。如此一来，

则可以对“新题乐府”之发展与流变有更明确之认识。 

 

第一节、研究动机 

杜甫之诗被冠以“诗史”之称，最早见于唐末孟棨《本事诗》。据《本事

诗·高逸第三》载：“杜逢禄山之难，流离陇蜀，毕陈于诗，推见至隐，殆无

遗事，故当时号为诗史”。1杜诗“诗史”之雅号，即由此而来。自此，后世论

杜诗，多承此说。历代诗评家、诗论文献亦多从史学角度看待杜诗。这是因为，

诗评家们重视的并非诗歌中“诗”的价值，而是其“史”的价值。正如陈平原

所言：“誉杜诗为“诗史”，固然因其用诗歌形式记录了某些历史大事，更因

其形象地表现了不见于正史的战乱年代普通百姓的艰难生活及情感反应。”2可

见，诗评家们更注重杜诗在历史上的意义、杜诗与史之关系、杜诗于史之弥补

等课题，甚至沿用“诗史”来评价杜诗，使“诗史”之说蔚为大观。 

与此相对的是，从文学角度看待杜诗，尤其杜诗从现实主义精神并以叙事

笔法穿透抒情诗体之纪事功能及其叙事艺术上的创新。因此，本文拟从文学之

现实主义传统与叙事视角看待“诗史”，侧重于探讨杜诗之纪事叙事与艺术形

式，注重杜甫对社会面貌的叙述描写及其艺术形式上的开拓。 

                                                           
1
 孟棨：《本事诗》，刘肃编：《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年，

页 1247。 
2
 陈平原：《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年，页 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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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最能体现杜甫现实主义风格及叙事艺术的诗体乃“缘事而发”之乐府

文学，且杜甫“新题乐府”是建立在继承汉乐府的基础上，具有开创之功；更

以其“自立新题、自创己格、自叙时事”的艺术成就，影响了中唐发端的新乐

府诗派，享有不容忽视的突出成就。故本文将注重探讨杜甫“新题乐府“的创

作上。 

总括来说，本文将从文学视角，注重探讨最能体现杜甫“诗史”文学蕴义

的“新题乐府”，并冀此厘清从“缘事而发”之“汉乐府”到“模拟兴寄”之

“拟古乐府”，再到“即事名篇”之“新题乐府”及“不虚为文”的“新乐

府”，中国现实主义诗歌一脉相承之发展轨迹，以期对杜甫“新题乐府”及乐

府文学之渊源、发展与开拓有进一步的认识。 

 

第二节、研究范围 

承前所言，本文以探讨杜甫“新题乐府”为研究对象。尽管历来不少诗论

家对“新题乐府”之定位作出一番阐释，然由于各家对于“新题乐府”之创题、

内容、体制等未能取得共识，因此“新题乐府”之界定仍存在其模糊性，至今

学界未有定论，致使杜甫有哪些作品属于“新题乐府”等问题仍未获得解决。 

有鉴于此，本文之研究范围将以葛晓音《新乐府的缘起和界定》一文为依

据，根据该文所认定之杜甫“新题乐府”为研究对象。文中，葛晓音在广泛征

引考求新乐府之缘起及演变过程的基础上，参以他人有关论著3，提出了判定新

                                                           
3
 如松仆原朗之《中国诗歌原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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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府的三大标准
4
：“其一、有歌辞性题目或以三字题为主的汉乐府式标题，或

在诗序中有希望采诗的说明。标题应是即事名篇，或唐代出现的新题。其二、

内容以讽刺时事、伤民病痛为主，或通过对人事和风俗的批评总结出某种人生

经验，概括某类社会现象。其三、表现样式以“视点的第三人称化和场面的客

体化”为主，以第二人称和作者的议论慨叹为辅，作者的感慨应是针对时事而

发，而非个人的咏怀述志。”
5
根据以上界定的尺度，葛晓音认为杜甫反映时事

的“新题乐府”包括：《兵车行》、《贫交行》、《沙苑行》、《哀王孙》、

《悲陈陶》、《悲青坂》、《塞芦子》、《哀江头》、《洗兵马》、“三吏” 

“三别”、《留花门》、《大麦行》、《光禄坂行》、《苦战行》、《去秋

行》、《冬狩行》、《负薪行》、《最能行》、《折槛行》、《虎牙行》、

《锦树行》、《自平》、《岁晏行》、《客从》、《蚕谷行》、《白马》等 31

首。6此外，以其元稹《乐府古题序》中提及的杜甫“新题乐府”也包括《丽人

行》，故此也撮其意，定为研究范围之列。换言之，此文列举之具体例子将囊

括于此范围中。 

纵使如此，基于行文需要，本文依然会在第二章简略介绍与叙述乐府文学

的历史进程及杜甫“新题乐府”对“古乐府”的继承与开拓，以期对“古乐府”

与“新题乐府”乃至“新乐府”有清晰的理解。 

 

 

 
                                                           
4
 赵海菱：《杜甫与儒家文化传统研究》，济南：齐鲁书社，2007 年，页 83。 

5
 葛晓音：〈论杜甫的新题乐府〉，《社会科学战线》1996 年第 1 期，页 197。 

6
 葛晓音：〈论杜甫的新题乐府〉，页 197-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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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研究背景与回顾 

杜甫是中国伟大的诗人之一，后人号为“诗圣”。有关探讨中国古典诗歌

或唐代诗歌的典籍都不会错过对杜甫诗歌生涯的阐释。从史籍、各朝代之诗话，

到文学史、诗学论著等都会对杜甫的生平、诗歌、成就、影响等方面作出不同

程度的叙述。 

本文致力于杜甫“新题乐府”的研究，故资料搜寻方向以乐府文学为主。

通过资料搜索与归纳，在此即将搜索所得之文献分成两类：一、以探讨乐府文

学为主的研究论著；二、相关的文学史、文学研究、诗学论著等，冀望从中取

得更多文献依据。 

有关探讨乐府文学的著述包括：钟优民《新乐府诗派研究》
7
主要针对中唐

崛起之新乐府诗派作出理论式的深入论述。值得一提的是，此著作并不仅仅着

眼于“新乐府诗派”，更对乐府文学的历史进程如其渊源、演进、发展等作出

详细的解释。其中第一章〈新乐府的渊源〉针对汉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

的发展与艺术特征作出阐述；第三章〈新乐府诗派的先驱〉则对杜甫“新题乐

府”的“即事名篇，无复倚傍”的作出概述；第五章〈新乐府运动的主将〉及

第八章〈新乐府诗派的理论〉则对元稹、白居易的“新乐府运动”的理论纲领

与创作实践展开解释，此可视为杜甫“新题乐府”的影响。另外，罗根泽《乐

府文学史》8则系统地探讨乐府文学，从乐府之义界、类别，到各朝代之乐府发

展，再到隋唐乐府的的乐府都一一囊括。其中，第五章〈隋唐乐府〉之“唐代

乐府词人及其乐府词”一节中也对杜甫“新题乐府”作出概述。再者，萧涤非

                                                           
7
 钟优民：《新乐府诗派研究》，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7 年。 

8
 罗根泽编述：《乐府文学史》，《民国丛书》第三编，册 54，上海：上海书店，199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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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涤非说乐府》
9
同样是以乐府文学为主的论著，书中针对各类乐府课题展开

叙述，如〈乐府之界说与分类〉、〈两汉民间乐府〉、〈谈杜甫的《垂老

别》〉、〈谈杜甫“三吏”中的《石壕吏》〉、〈谈杜甫“三别”中的《新婚

别》〉等对汉乐府及杜甫“新题乐府”的具体作品各别赏析与论述。又如王运

熙《乐府诗述论》10，探讨了乐府诗的产生与影响，尤其对乐府的地域性、时代

性、音乐性展开了新的探索。 

至于局部探讨乐府文学的研究论著包括：马承五《唐诗论集》11，其中第三

编〈杜甫诗歌艺术专论〉专门对杜甫“新题乐府”的艺术创新、形式变革展开

详述。另有各类文学史、文学研究典籍对杜甫诗歌展开叙述，唯此类论著并不

以杜甫之乐府创作为主。例如胡适《白话文学中》12，其中关于乐府文学与杜甫

“新题乐府”的论述散见篇中，如第十二章〈八世纪的乐府新词〉、第十四章

〈杜甫〉等；除此之外，还有苏雪林《唐诗概论》13、胡云翼《胡云翼说诗》14、

吉川幸次郎《中国诗史》15、罗宗强《唐诗小史》16、莫砺锋《杜甫诗歌讲演录》

17等，主要论述杜甫生平、仕途、近体诗、艺术技巧等方面的课题，而不以杜甫

之乐府成就为主，间中虽带有对杜甫“新题乐府”的论述，然其篇幅不大，亦

不深入。 

至于期刊论文的搜索结果，经过整理与归纳，以下将搜索所得之相关期刊

论文分成三类：一、以阐述古乐府、新乐府之继承与融合为主的；二、以叙述

                                                           
9
 萧涤非：《萧涤非说乐府》，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 

10
 王运熙：《乐府诗述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年。 

11
 马承五：《唐诗论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年。 

12
 胡适：《白话文学史》，台北：乐天出版社，1972 年。 

13
 苏雪林：《唐诗概论》，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67 年。 

14
 胡云翼：《胡云翼说诗》，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年。 

15
 吉川幸次郎著、章培恒译：《中国诗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 年。 

16
 罗宗强：《唐诗小史》，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8 年。 

17
 莫砺锋：《杜甫诗歌讲演录》，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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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新题乐府”本质内容、纪事叙事、艺术开拓为主的；三、以探讨元稹、

白居易“新乐府”为主的，此可视为杜甫之影响。 

针对“新乐府”之定义与界定的包括：葛晓音〈新乐府的缘起与界定〉18阐

述了“古乐府”与“新乐府”的分界并对“新乐府”的界定提出了一些具体的

尺度，也对“新乐府运动”的内涵作出了新的解释。 

针对杜甫“新题乐府”的现实主义本质内容与艺术形式的期刊论文包括：

华锡兰〈从杜甫民生诗探析诗歌中的民生情结〉19以杜甫爱国爱民的人道主义为

出发点，归纳了杜甫“新题乐府”的思想内容；于华东〈叙战乱之苦，下千秋

之泪——杜甫“三吏”、“三别”的精神特色和艺术魅力〉20归类了杜甫“新题

乐府”的本质思想与艺术创新；王翠英〈对杜甫诗歌现实主义探究〉21也从作品

内容与艺术造诣两方面展开叙述；葛晓音〈论杜甫的新题乐府〉22则侧重于探讨

杜甫乐府创作的自觉性与独创性。 

针对杜甫“新题乐府”影响的研究，笔者以崛起于中唐之“新乐府运动”

为主要论调，相关之期刊论文包括：赵乐〈元白新乐府运动再论〉23详述了“新

乐府运动”崛起的社会基础及其理论纲领；景志明〈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

                                                           
18

 葛晓音：〈新乐府的缘起与界定〉，《中国社会科学》1995 年第 3 期。 
19

 华锡兰：〈从杜甫民生诗探析诗歌中的民生情结〉，《吉林教育》2011 年第 14 期。 
20
 于华东：〈叙战乱之苦，下千秋之泪——杜甫“三吏”、“三别”的精神特色和艺术魅力〉，

《齐齐哈尔大学学报》2001 年第 3 期。 
21

 王翠英：〈对杜甫诗歌现实主义探究〉，《企业家天地》2011 年第 1 期。 
22

 葛晓音：〈论杜甫的新题乐府〉，《社会科学战线》1996 年第 1 期。 
23
 赵乐：〈元白新乐府运动再论〉，《内蒙古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 年第 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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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居易“新乐府”运动诗歌理论评述〉
24
则以具体作品阐释“新乐府运动”

的理论主张。 

综合以上针对典籍论著与期刊论文的整理与归纳，可见杜甫“新题乐府”

是历来学者们热衷讨论的课题。然学者们或各别针对杜甫“新题乐府”展开探

讨，而不是将其置于诗歌写实传统的渊源下阐述。故，本文将杜甫“新题乐府”

放在中国古典诗歌现实主义传统的大背景下，致力于综述杜甫“新题乐府”对

“古乐府”的继承与“新乐府”的影响。 

 

 

 

 

 

 

 

 

 

 

                                                           
24 景志明：〈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白居易“新乐府”运动诗歌理论评述〉，《西昌师

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2 年第 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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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研究方法 

本文主要从综述及回顾的视角，采取“文本细读法”、“分析归纳法”及

“纵向影响法”以完成。 

本文的第一章、第二章及第三章，主要采用“文本细读法”与“分析归纳

法”。首先，从多方面网罗文献材料，通读各类文献与期刊论文的论述，细嚼

并归纳之，以对乐府文学有大致的概念与方向。由此，不难发现“古乐府”、

“新题乐府”与“新乐府”三者之间的承接关系，亦发现“新题乐府”之界定

历来不明确，各家各有说法。故此粗略介绍各家之说法，并综合叙述之，以对

“新题乐府”的时代性、音乐性、内容性、创题法有大致的认识。换言之，本

文之第二章主要站在较开阔的角度，吸纳各家对“新题乐府”之说法，进行系

统、清晰的论述。 

本文之第三章则将视角收缩至杜甫之“新题乐府”。通过细读杜甫“新题

乐府”的具体作品，理解其思想内容、艺术形式并结合诗评家的评论，归纳出

不同的类别。如本质内容之下细分成“于民之哀”、“于国之刺”及“于士之

慰”三个部分展开阐述；艺术开拓之下则依照创题之法、概括性表现手法与人

物个性化手法分别叙述。换言之，本文之第三章主要以杜甫之具体作品为例子，

结合诗评家的评价进行分析论述。 

本文之第四章则侧重于阐述杜甫“新题乐府”之影响。通过搜集杜甫以后

乐府文学之发展及动向，可发现杜甫“新题乐府”具有深远的影响，不少文人

亦效法杜甫的“新题乐府”创作。其中，最亮眼与显著的莫过于中唐之新乐府

诗派，故本文将范围限定于这流派之领袖，即元稹与白居易。通过理解元稹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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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居易之诗学理论，从中找出杜甫“新题乐府”对他们的影响，加上诗评家们

之论调，更具说服力。 

结合本文之四章，可理解“古乐府”、“新题乐府”与“新乐府”之继承

与开拓。笔者亦希望通过综合叙述之方法，有助于清晰理解相关课题。 

 

第五节、研究难题 

鉴于“新题乐府”之界定素来引起学者们的分歧，因此一开始接触这一题

目，甚懊恼的就是不晓得杜甫有哪一些诗是属于“新题乐府”。随后即大胆依

据葛晓音《新乐府的界定及缘起》一文及取元稹之意，此问题方获解决。此外，

历来有关元稹与白居易的研究，更多侧重于他们本身的诗歌理论研究及新乐府

诗派的主张，而不是他们对于杜甫“新题乐府”的理论继承。在这一点上，只

好多理解双方的理论主张，才能找出他们的共同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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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新题乐府”的界定与精蕴 

“新题乐府”是区别于“古乐府”的一种古典诗歌体式。因此，欲论“新

题乐府”，则不能忽略说明“古乐府”之概念及其形成。故下文将首论“古乐

府”之本质及其演进，次论“新题乐府”之本质及其对“古乐府”本身的继承

与摒弃。 

 

第一节、“古乐府”的历史进程 

“乐府”一词，原指掌管音乐的官方机构，也就是负责制音度曲的官署。

乐府官署主要负责采集文人诗赋与民间歌谣，进一步制谱配乐、增删润色，备

作郊庙祭典、朝廷飨宴等演奏之用。25因此，乐府官署的实际内容可归纳为搜集

民歌、制作歌辞、制定乐谱和训练乐工。26 

“乐府”作为一种音乐机构，约始于战国时代。公元 1977 年于秦始皇陵附

近出土秦代编钟一枚，上镌秦篆“乐府”二字，有力地证明了乐府至迟设立于

秦代。27汉承秦制，也设有专门的乐府机构。28据《汉书·礼乐志》载：“孝惠

时使乐府令夏侯宽，备其萧管，更名安世乐。”29可见，惠帝时设有“乐府令”

一职。30又载：“至孝武定郊祀之礼„„乃立乐府31，采诗夜诵，有赵、代、秦、

                                                           
25

 钟优民：《新乐府诗派研究》，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7 年， 页 27。 
26

 章培恒、骆玉明：《中国文学史》上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 年，页 224。 
27 黎国韬：〈乐府起源新考〉，《华南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第1期，页69。详阅王辉：《秦铭

器铭文编年集释》一书与寇效信：〈秦汉乐府考略———由秦始皇陵出土的秦乐府编钟谈起〉

一文。 
28

 章培恒、骆玉明：《中国文学史》上卷，页 223-224。 
29

 [汉] 班固撰、 [唐] 颜师古注：〈礼乐志第二〉，《汉书》第 4 册，卷二十二，北京：中华书

局，1962 年，页 1043。 
30
 以“乐府”名官，正如殷有謦宗，周有大司乐，秦有太乐令、太乐丞等不同时期对乐官的不

同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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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之讴„„”
32
武帝时，国势空前繁荣、强盛。武帝在开边兴邦的同时，设立乐

府机关，负责采诗。这样一来，既可以点缀升平，满足统治阶级的艺术享受之

需要，又可以达到了解舆情、审察民心向背的目的。 

及至后来，“乐府”一词亦用作指称经乐府官署所采集、配合音乐而演唱

的乐歌。正如《文心雕龙·乐府篇》云：“乐府者，声依永，律和声也。”33所

指的也就是一种可以播于管弦的诗歌作品，是一种伴随着乐府官署而出现的音

乐性诗体。这样一来，“乐府”便由音乐机关的名称演变成一种带有音乐性的

诗歌样式、一种音乐文学，而乐府诗之历史进程亦由此开始。 

汉乐府从现实主义的视角出发，继承了《诗经》“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

事”34的精神本质，秉持着“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创作传统，是出于巷陌之

间的产物。从诗歌之表现内容来说，汉乐府可分为两大类，其一为郊庙所用之

礼仪颂歌，其二为反映现实生活的民间歌谣。前者多为贵族文人所作，即以文

人颂诗为歌辞，进一步予以润色加工，再训练乐工排练，以备宫廷飨宴或祭祀

典礼之用。后者则出自社会大众之口，经乐府机构采集并加工整理，是反映人

民思想感情、抒发平民心声的歌诗。相比之下，前者虽具有实用价值，但其作

多千篇一律、形同具文、了无生气，欠缺文学价值。35后者则更具意义性与时代

性，富有生活气息，构成一幅生动的历史画卷。因此，本文之乐府诗主要是指

                                                                                                                                                                      
31

 此处所云“乃立乐府”，似与前文“乐府约始于战国时代”之说有所出入。对此，学者黎国

韬认为，“乃立乐府”断不能再解释为“始立乐府”。实际上，汉武帝所做的，是大规模改变

旧日乐府的职能。战国、秦朝之乐府大约以贮藏、制造乐器为主要职能。汉惠帝时乐府令备其

箫管，也只是提供祭祀乐器。及至汉武帝时，乐府始大量吸收俗乐成分，更多带有娱乐之功能，

从此实现了职能上的一大转变。详阅黎国韬：〈乐府起源新考〉，页69-72。 
32

 [汉] 班固撰、 [唐] 颜师古注：〈礼乐志第二〉，《汉书》第 4 册，卷二十二，页 1045。 
33

 [南朝梁] 刘勰著、詹瑛义证：〈乐府第七〉，《文心雕龙义证》卷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

社，1989 年，页 220。 
34 [东汉] 何休注、 [唐] 徐彦疏：《春秋公羊传注疏》，十三经注疏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

社，1999 年，页 361。 
35

 钟优民：《新乐府诗派研究》，页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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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后者，即以集中表现人民现实生活、时代特色的乐府诗为探讨对象。以下即

针对后者之思想内容、艺术价值展开叙述。 

据《汉书·艺文志》载：“自孝武立乐府而采歌谣，于是有赵代之讴，秦

楚之风，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亦可以观风俗，知薄厚云。”36可见，汉乐府

的基本内容是建立在“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基础上，其表现功能为“观风

俗，知薄厚”。意即，汉乐府的创作本质为反映社会现实，抒写民众情感，因

事而生，有为而作；同时也进一步让统治者了解社会民情、省察政策举措之得

失。乐府诗深刻且具体地表现了社会民众日常生活的艰难与困苦，其内容题材

来自广大的民间，包括对统治阶级荒淫无耻的鞭挞、对贫民的悲悯、对坚贞爱

情的歌颂、对争取美好生活的向往、对频繁的战争与徭役的控诉等。换言之，

乐府诗是发自百姓对生活遭遇的深切感受，于是通过直抒心中激烈、真挚的感

情而形成歌咏。正如郭沫若所言：“（乐府是）研究历史的最正确、最可贵的

第一把手的资料”37可见，汉乐府具有一定的历史文献价值和高度的现实性、社

会性，甚至是讽喻意旨的批判性。 

在艺术价值方面，汉乐府具有卓越的表现技巧如抒情、说理、叙事等方式，

其中叙事色彩最为浓厚、精彩。徐祯卿《谈艺录》说：“乐府往往叙事，故与

诗殊”。38例如《陌上桑》、《十五从军征》、《孤儿行》、《妇病行》、《东

门行》等，致力于对生活现象某一场景、某一情节的细微描绘，精炼叙事，生

动感人；再通过对话、动作、生活细节等勾勒出人物性格，使人物形象鲜明突

出，更引人入胜；总括来说，汉乐府叙事通晓流畅，所叙之事多其所耳闻目睹，

                                                           
36

 [汉] 班固撰、 [唐] 颜师古注：〈艺文志第十〉，《汉书》第 6 册，卷三十，页 1756。 
37

 详阅《民间文艺集刊》第一册。转引自萧涤非：《萧涤非说乐府》，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 年，页 138。 
38

 徐祯卿：《谈艺录》，北京：中华书局，1981 年，页 7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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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与作品主人公有着相似的生活体验和人生感慨，发而为诗，情真意切，具有

强烈的感染力。39 

综合以上所言，假如我们要为汉乐府下一定义，那么，我们可以这样说：

“汉乐府是一种具有音乐性和现实性的诗” 40。 

随着历史长河的演进和发展，三国时期的乐府又有不一样的发展。不少文

人尝试摹仿汉乐府，写下了许多文人乐府。例如曹氏父子大变汉乐府质朴之风，

开私家模拟的一代新风。41其中曹操所遗诗歌都是乐府，其四言乐府更是继《诗

经》之后的回光返照，大放异彩；曹丕留下的诗歌半数以上为乐府。42他们从乐

府中汲取营养，以丰富诗歌内容，并在形式上有所创新。值得一提的是，文人

乐府也一反汉乐府“题义相合”的传统，他们借题寓意，也就是运用古乐府旧

题来创作乐府诗，因此歌谣内容与古辞本旨多不相关。如《薤露》本汉丧歌，

曹操乃以之咏怀时事；43《陌上桑》本为汉之艳歌，咏罗敷之美，曹操以之咏神

仙，曹丕以之写从军之苦。44 

来到六朝，乐府更显不同。这时期，依旧流行着一种“拟古”的旧习、时

风。然，这批拟古乐府中，不但沿袭古题，大多更属于沿情之作。在精神内容

上，拟古乐府与汉乐府之反映现实生活的创作本质渐行渐远，前者所反映的社

会现实层面愈发狭窄，思想价值亦愈显薄弱，内容多为男女恋歌、缠绵悱恻，

致使乐府本色尽失。在形式上，他们或因循于古题与片面的形式，或拘泥于雕

琢华美的文字。这样一来，不仅造成了诗题与内容上的错位，产生“文不对题”
                                                           
39

 钟优民：《新乐府诗派研究》， 页 30。 
40

 萧涤非：《萧涤非说乐府》，页 135。 
41

 钟优民：《新乐府诗派研究》， 页 36。 
42

 钟优民：《新乐府诗派研究》， 页 36。 
43

 萧涤非：《萧涤非说乐府》，页 42。 
44

 钟优民：《新乐府诗派研究》， 页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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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现象，更大大削弱了乐府的现实性与真实性。正如杨伦《杜诗镜铨》所言：

“自六朝以来，乐府题率多摹拟剽窃，陈陈相因，最为可厌。”45简言之，这时

期的拟古乐府，虽其数量大大增加，但在本质上却逐渐背离乐府之核心，其传

统写实精神可说是庶几殆尽。 

从乐府诗的历史进程来说，六朝拟古乐府“沿袭古题，本色尽失”的创作

倾向是不利于乐府诗发展的，甚至受到淹没在历史长河中的威胁。正如《蔡居

厚诗话》载：“齐、梁以来，文士喜为乐府辞，然沿袭之久，往往失其命题本

意。”46因此，乐府诗要发展、要获得永久的活力，就不能一味去摹古题、拟旧

调，必须创制新题，自写新意。47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与基础上，不重蹈前人轨迹、

大胆超越旧有格局的“新题乐府”更容易被接受与得到推广。 

 

第二节、新题乐府的承袭与拓展 

乐府发展的简单轨迹可理解为：从汉代乐府作为一种音乐官署、音乐文学

发展以来，再经过漫长的拟乐府演变，至唐代“新题乐府”的成熟，可说是完

成了乐府文学发展的变革。前已叙及汉乐府与拟乐府的历史进程、本质与特色，

故下文侧重于论述“新题乐府”的界定及其对古乐府的继承与开拓。 

如前所叙，“新题乐府”是对“古乐府”区别而言，并且是由“古乐府”

衍变而来的。何谓“新题乐府”也？顾名思义，“新题乐府”是有别于古题、

                                                           
45

 [唐] 杜甫著、杨伦笺注：《杜诗镜铨》卷五，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年，页 225。 
46

 蔡宽夫：《蔡居厚诗话》，吴文治编：《宋诗话全编》，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 年，

页 608。 
47

 马承五：〈乐府诗的体式嬗变与创格——杜甫“新题乐府”论（形式篇）〉，《唐诗论集》，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年，页 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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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题之乐府。然，何谓新题也？对此，胡震亨《唐音癸签》云：“新题者，古

乐府所无，唐人新制为乐府题者也。”48此处可归纳出两点；一、时代划分，

“新题乐府”与“古乐府”之分以唐代为准。二、诗题形式，强调古乐府所无

之题，必须是诗人自立之题，即为新题。此外，胡氏也深入说明有关“新题”

必须是“直赋题事”，题指诗意，诗发题旨，达到表与里、题与义的契合、熔

铸，以更加突出其“新”。这就是“新题乐府”与“古乐府”相区别的重要标

志。49也就是说，“新题乐府”对于诗题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以题见事的传统。 

另外，葛晓音在《新乐府的缘起和界定》一文中也对“新题”作出了更精

辟的阐释。他认为：“新乐府指在唐代歌行发展过程中，从旧题乐府中派生的

新题，或在内容上和形式上取法汉魏古乐府，以“行”、“词”、“怨”、

“曲”（包含少数“引”、“歌”、“吟”、“谣”）为主的新题歌诗。”50此

处，葛晓音除了对“新题”的衍生作出了界定，也对“新题”之形式提出了例

子。 

综合以上两点来说，可见“新题乐府”与“古乐府”的一个重要区别就是

“新题乐府”不再受乐府旧题的束缚，不必因袭古题，而可以根据题材、主题

的不同而自拟新题，即所谓的“因事立题”。 

对于“新题乐府”之所谓“新题”之界定与条件有了初步的概念后，以下

进一步阐述在实质内容上与艺术形式上“新题乐府”对“古乐府”的继承与摒

弃。 

                                                           
48

 胡震亨辑：〈唐音癸签〉，《唐音统签》第 9 册，卷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年，

页 523。 
49

 马承五：〈乐府诗的体式嬗变与创格——杜甫“新题乐府”论（形式篇）〉，《唐诗论集》，

页 162。 
50

 葛晓音：〈新乐府的缘起与界定〉，《中国社会科学》1995 年第三期，页 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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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题乐府”是由唐人自立新题以反映时事、关心民生为主的乐府诗。
51
在

思想内容上，新题乐府延续了古乐府的“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现实传统，

主要以针砭时事、批评现实弊端、反映社会事实立论。换言之，“新题乐府”

与“古乐府”之间具有一定的承接关系，两者的精神内核是一致的，皆指向

“指论时事，颂美刺恶，合于诗人之旨” 52。因此，“新题乐府”可说是对

“古乐府”的精髓传承。值得一提的是，反映时事可说是新题乐府的重要核心，

正如吴乔《围炉诗话》所言：“又不咏时事，则不合于汉人歌谣与杜陵新题乐

府，当名为咏史乃可”53可见，时事乃是新题乐府的必要条件之一。 

此外，“新题乐府”在一定程度上被看成是一种讽刺文学。这是因为唐人

衡量一篇诗是不是乐府，不是根据这篇作品有没有合过乐，而是根据有没有讽

刺性。54如白居易《新乐府》、元稹《新题乐府》、皮日休《正乐府》等皆是未

入乐，但“篇篇无空文，句句必尽规”55的乐府诗。无可否认的，“新题乐府”

的这种讽刺性倾向，无疑是对乐府诗的一种本质的进步的看法，它可以更充分

地弘扬古乐府反映社会生活的现实主义精神，将乐府诗提到一个自觉地反映现

实的崭新阶段。56然，诗歌样式和内容之间一般上不存在固定的对应关系，也就

是说“新题乐府”和讽喻诗毕竟是不同的诗体，不能就此划上等号，因为“新

题乐府”也可以表现非讽喻性内容。据此，王运熙在《讽喻诗和新乐府的关系

和区别》一文中表示：“讽喻诗和新乐府二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不能混为

                                                           
51

 钟优民：《新乐府诗派研究》，页 2。 
52
 [清] 冯班：〈正俗〉，《钝吟杂录》卷三，《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886 册，上海：上海古

籍出版社，2003 年，页 535。 
53
 [清] 吴乔：《围炉诗话》卷二，台北：广文书局，1973 年，页 113。 

54
 萧涤非：《萧涤非说乐府》，页 234。 

55
 白居易著、朱金城笺校：《白居易集笺校》卷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年，页 43。 

56
 钟优民：《新乐府诗派研究》， 页 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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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谈。”
57
有关新题乐府与讽喻诗的关系，实非本论文之主要论述范围，故不宜

岔开讨论。在此，姑且认为“新题乐府”更注重其内容实质，强调社会内容和

讽喻性质，则足矣。 

在艺术形式方面，除了前文所叙之“因事立题”外，“新题乐府”与“古

乐府”的最明显差异就在于前者撇开后者所注重的音乐性质，不再着眼于其音

乐性，使其不受格律限制。因此，唐代的“新题乐府”虽名曰“乐府”，但已

不具备歌唱功能，能否合乐咏唱不再是衡量“新题乐府”的标准了。换言之，

乐府文学发展到“新题乐府”的阶段已失去其音乐性的特征，而随着“新题乐

府”对音乐性的忽略，可知它已趋向于愈加重视其现实性、社会性了。 

总括来说，“新题乐府”是唐人继承“古乐府”的本质精神、传统特色并

以新题新意来创作的乐府诗，其内容核心为时事精神；同时，“新题乐府”摒

弃了古乐府合乐之特征，不再是一种音乐文学。正如郭茂倩在《乐府诗集·新

乐府辞序》所言： “新乐府者，皆唐世之新歌也。以其辞实乐府，而未常被于

声，故曰新乐府也。”58又云，“由是观之，自风雅之作，以至于今，莫非讽兴

当时之事，以贻后世之审音者。” 59此处，郭茂倩归纳了“新题乐府”的总体

特征，其中包括四项要点：一、新题乐府产生于唐代，是唐代所作之新歌；二、

它的辞应具有乐府的传统特色；三、不必按曲调而作，也无需以曲配辞；四、

应继承风雅，反映时事。60 

                                                           
57
 王运熙：〈讽喻诗和新乐府的关系和区别〉，收录于《当代学者自选文库·王运熙卷》，合

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8 年，页 524。 
58

 [宋] 郭茂倩编：《乐府诗集》卷九十，北京：中华书局，1979 年，页 1262。 
59

 [宋] 郭茂倩编：《乐府诗集》卷九十，页 1262。 
60

 马承五：〈乐府诗的体式嬗变与创格——杜甫“新题乐府”论（形式篇）〉，《唐诗论集》，

页 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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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此章节所言，“乐府”一词的内涵随着时代而不断变化并引申出不同

的含义，而“汉乐府”与“新题乐府”的关系更是千丝万缕，剪不断、理还乱。

简言之，“乐府”从音乐官署之义，引申成一种音乐诗体的名称，及后经过诗

体本身的演进与时代的需求，再演变成具有现实性而不强调其音乐性的“新题

乐府”。这就是乐府文学大致的发展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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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杜甫“新题乐府”的继承与开拓 

“新题乐府”是由杜甫开创的一种新的诗歌体式。61“新题乐府”与汉乐府

一方面保持着多方面的承续性，表现出强烈的思想内蕴；另一方面又有着对乐

府文学的拓展性，显现出鲜明的艺术特征。值得一提的是，“新题乐府”这一

概念并非由一生默默无闻、去世后也寂寂无名的杜甫亲自提出的，而是由李绅

提出的。李绅作有《新题乐府》二十首，今已亡佚。元和四年（809），元稹从

李绅首创《新题乐府》二十首中得到启发，继而唱和新乐府二十首。62可以说，

杜甫在世所作之“新题乐府”是处于有实无名的阶段，直到元稹开宗明义地提

出“新题乐府”这一概念，杜甫才享有名副其实的称誉。 

此外，元稹在《古题乐府序》中称：“自风雅至于乐流，莫非讽兴当时之

事，以贻后代之人，沿袭古题，唱和重复。„„近代唯诗人杜甫《悲陈陶》、

《哀江头》、《兵车》、《丽人》等，凡所歌行，率皆即事名篇，无复倚傍。

予少时与友人乐天、李公垂辈谓是为当，遂不复拟赋古题。”63可见，元稹与李

绅等人实际上均视杜甫所作之乐府是与“古题”相对的“新题”，视杜甫为弃

古题、去旧调、自立新题的创新者。他们认为杜甫大胆超越旧有的格局，不再

拘泥于古题或古义，毅然以新题新意创作“新题乐府”，可说是“新题乐府”

的创作先驱。由此，笔者大胆假设“新题乐府”乃是由杜甫开创，李绅首唱，

元稹实践的一个诗歌体式概念。 

 

                                                           
61

 刘清华：〈杜甫新题乐府对古乐府的继承和创新〉，《甘肃社会科学》2005 年第 2 期，页 57。 
62

 钟优民：《新乐府诗派研究》， 页 167。 
63

 元稹：《元稹集》卷二十三，北京：中华书局，1982 年，页 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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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胡适在《白话文学史》中言及唐代乐府诗发展的三个阶段，他

认为：“第一步是诗人仿作乐府。第二步是诗人沿用乐府古题而自作新辞，但

不拘原意，也不拘声调。第三步是诗人用古乐府民歌的精神来创作新乐府。” 

64在此，胡氏简略勾勒出“新题乐府”的演进、发展轨迹，也就是：首先模拟创

作古题古意的古乐府，再来以古题稍许改作新意，最后则是几乎脱离古乐府的

桎梏，创作新题新意的“新题乐府”。归纳来说，第一步和第二步仍处于沿袭

古题创作乐府的阶段，而第三步则是真正革新，突破旧有的格局，以新题新意

来创作乐府。其中第三步，虽然脱离了古乐府的古题古意，但“以其意仍在效

法古乐府，学其格调，学其风采，故也。故虽不入乐，而其作风仍与诗赋不同，

仍为乐府文学”65。可以说，杜甫是首先以新题新意创作乐府的诗人，也是大胆

迈入乐府进程“第三步”的领路人。他的“不拟古乐府，用新题纪时事”
66
的创

作倾向对乐府的进程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致使乐府诗本质上的变异，因而他

在乐府发展史上的卓越地位是备受认可的。 

承前所言，“新题乐府”承继了古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反映社

会时事的现实主义精神，所秉持的也是一种“以雄辞写时事”67的写实传统。换

言之，杜甫的“新题乐府”所表达的实质内容与其生活的时代及社会局面有着

不可分割的关系。因此，在进一步探讨杜甫“新题乐府”之前，有必要对杜甫

所处的时代环境进行大端的说明。 

                                                           
64

 胡适：《白话文学史》，台北：乐天出版社，1972 年，页 187。  
65

 罗根泽编述：《乐府文学史》，《民国丛书》第三编，册 54，上海：上海书店，1991 年，页

10。  
66

 详阅宋荦《漫堂说诗》。转引自马承五：〈乐府诗的体式嬗变与创格——杜甫“新题乐府”

论（形式篇）〉，《唐诗论集》，页 166。 
67

 王士祯：《师友诗传录》，清诗话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年，页 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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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生活在唐帝国由盛趋衰急剧转变的时代，他亲身经历过泱泱大国歌舞

昇平的太平盛世、开元天宝年间的繁荣气象，也亲眼目睹了天宝以后哀鸿遍野

而萧条衰飒的败落、从民生疾苦到国家的困顿，转徙流离、仓皇避乱。这当中，

其分水岭就是长达八年的安史之乱（755-763），是导致唐帝国由强大走向衰微

的分界线，是致使大时代沉落的导火线。 

安史以前，大唐帝国升平鼎盛，富足丰裕。正如杜甫《忆昔》68所描述的：

“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九

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当初的贞观开元之治，五谷丰收、粮饷不

绝；治安良好、夜不闭户。然，花无百日红。纵使此后的唐帝国表面还维持着

繁盛的一面，但已潜伏危机，盛唐气象已渐渐消逝。例如，杜甫在纵饮狂歌的

同时，也表现了自己对社会国家的隐忧：“但觉高歌有鬼神，焉知饿死填沟壑”

（《醉时歌》69）。日益渐趋僵滞的政治、奢侈聚敛的生活、穷兵黩武的危机，

都是杜甫无形的悲哀的叹声。 

果不其然，天宝十五载，“会禄山乱，天子入蜀，甫避走三川。”70安禄山

之乱就像一声青天霹雳把开元天宝的歌舞昇平局面，一下打得粉碎。71盛极一时

的唐帝国元气大伤，乱象丛生，国势日非。接踵而至的是社会动荡不安的现实

和百姓流离颠沛的日子。这时候，杜甫唱不出盛唐的理想主义，唱不出盛唐的

浪漫气质，他用嘶哑的歌喉唱出来的是，“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春

                                                           
68

 [唐] 杜甫著、 [清] 仇兆鳌注：《杜诗详注》卷十三，北京：中华书局，1999 年，页 1163。 
69

 [唐] 杜甫著、 [清] 仇兆鳌注：《杜诗详注》卷三，页 176。 
70

 [宋] 欧阳修、宋祁：〈文艺上〉，《新唐书》第 18 册，卷二百零一，北京：中华书局，

1975 年，页 5737。 
71

 苏雪林：《唐诗概论》，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67 年，页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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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
72
），是一片中唐的血泪，是目睹盛唐气象破灭的悲哀。

73
此情此景，处处

都是呼愁叫苦，个个都心战胆惊。 

因着时势的变迁，文学也转向了新趋势，一种倾向于表现现实的文学。故

这个时代的文学是呼号愁苦的文学，是痛定思痛的文学，内容是写实的，意境

是真实的。74对于日愈腐败的朝政、日愈衰微的唐帝国，杜甫本着忧国爱民的精

神，以写实的叙事传统，描出了一个时代、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真正面貌。

于是，现实和文学的关系更为密切了。 

正是在国家衰落、社会动乱的时代背景下，杜甫从民间立场出发，以反映

社会现实的叙事诗体，记下了时代的发展和命运、绘出了一幅幅形象的历史画

卷。杜甫沿袭了汉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写实精神，以“新题乐府”

描绘了日益败落的社会万象、重税盘剥下人民的血泪、战争带来的苦难等。在

艺术形式上，杜甫抛弃了古乐府“古题古意”的旧框架，根据题材与主题之差

异，各立新题，标新立异，摆脱了“古乐府”的桎梏。 

正如杨伦《杜诗镜铨》云：“上悯国难，下痛民穷。随意立题，尽脱前人

窠臼”
75
。此处，杨伦只消十八字即概括了杜甫“新题乐府”之重要内容。前二

句可谓为杜甫“新题乐府”之精神实质与内容大要，后二句则是杜甫“新题乐

府”之艺术精核与形式特长。此外，上引元稹《古题乐府序》76，亦可谓之为元

稹对杜甫“新题乐府”的重点说明，意即杜甫“新题乐府”之思想内容为“讽

兴当时之事”，其表现方式为“即事名篇，无复倚傍”。 

                                                           
72

 [唐] 杜甫著、 [清] 仇兆鳌注：《杜诗详注》卷四，页 320。 
73

 李福成主编：《古今中外的文学盛宴》，上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4 年，页 67。 
74

 胡适：《白话文学史》，页 221。 
75

 [唐] 杜甫著、杨伦笺注：《杜诗镜铨》卷五，页 225。 
76

 元稹：《元稹集》卷二十三，页 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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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来说，杜甫“新题乐府”在摒弃与革新的同时，延续了汉乐府的精髓，

在继承之中又突破传统，可谓“既承古意，又出新题”77。其中，继承当可视为

建立在思想内容的基础上，而开拓则偏重于在表现形式方面。故以下将各别针

对杜甫“新题乐府”的思想内容与艺术形式各别展开叙述。 

 

第一节、本质继承——思想内容 

如前所叙，杜甫生于唐代由盛转衰的乱离之年，时局动乱、颠沛流离，正

值多事之秋。眼前一幕幕民不聊生、困苦艰辛的生活，国家动荡不安的局势，

自身辗转迁徙、几死于难的经历，使杜甫长期处于忧时伤世、哀国悲己的焦虑

中。一路上荆棘载途，固然磨折了杜甫“奉儒守官，未坠素业”（《进雕赋表》

78）的仕进愿望和“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79）

的政治抱负，却也成就了杜甫在文学上的造诣。面对时代的悲剧、人民的痛苦，

满腔忧愤的杜甫形容枯槁地以微微颤抖的双手，蘸起百姓的血泪、国家的命运

和自身的悲愁，记下时代的真实面貌。 

早年的杜甫在京城过着“骑驴三十载”（《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80）的

生活，后来献赋得官，终不能救他的贫穷。81正是在这样的经济基础上，让他得

以从自己的生活里观察了不少的民生痛苦，从自己贫苦的经验里体验出人生的

实际状况。换言之，杜甫以自己深刻的切身经验，接触底层社会的现实生活来

                                                           
77

 马承五：〈乐府诗的体式嬗变与创格——杜甫“新题乐府”论（形式篇）〉，《唐诗论集》，

页 168。 
78

 [唐] 杜甫著、 [清] 仇兆鳌注：《杜诗详注》卷二十四，页 2172。 
79

 [唐] 杜甫著、 [清] 仇兆鳌注：《杜诗详注》卷一，页 74。 
80

 [唐] 杜甫著、 [清] 仇兆鳌注：《杜诗详注》卷一，页 75。 
81

 胡适：《白话文学史》，页 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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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画其作品。因而，杜甫的创作可说是对当时社会现状的真实写照，贴切逼近

平民的生活情感，写下了百姓的心声。 

安史之乱爆发前后，杜甫更直面人生，以直笔记时事，从生活中觅取题材，

写下了许多以叙事为主的“新题乐府”。这批“新题乐府”再现了丰富的社会

内容，具有鲜明的时代色彩且寄寓了杜甫本身强烈的政治倾向，如“三吏”、

“三别”、《丽人行》、《兵车行》等都是反映现实生活的不朽杰作。 

对于杜甫“新题乐府”所表征的思想主题，明人张綖曰：“凡公此等诗，

不专是刺。盖兵者凶器，圣人不得已而用之。故可已而不已者，则刺之。不得

已而用者，则慰之哀之。若《兵车行》、前后《出塞》之类，皆刺也，此可已

而不已者也。若夫《新安吏》之类，则慰也。《石壕吏》之类，则哀也。此不

得已而用之者也。然天子有道，守在四夷，则所以慰哀之者，是亦刺也。”82张

綖根据杜甫“新题乐府”整体内容思想的理解，归纳了当中的思想感情，分别

是“哀”、“刺”和“慰”。国难当头，民生疾苦，杜甫一方面同情人民所面

对的苦难，愤懑不平地批判和讽刺统治阶级的昏庸腐朽，一方面也站在国家立

场劝慰征人同仇敌忾奋勇抵抗，而这也正是杜甫对于百姓、国家与军士三者之

间的矛盾思想所在。以下将通过列举杜甫的具体作品，进一步阐释杜甫“新题

乐府”对于人民、国家、士兵所寄寓的不同思想感情。 

 

 

 

                                                           
82

 [唐] 杜甫著、 [清] 仇兆鳌注：《杜诗详注》卷七，页 5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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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于民之哀 

自古以来，不论任何性质的战争、暴动，遭受战乱之苦的总是无辜的老百

姓。安史之乱亦不例外。天宝十五载（756），安史之乱爆发了。经此一役，唐

帝国步入了中衰的时代，昔日的开元全盛日一去不复返，而衰败也成为无法避

免的事实。 

长达八年的安史之乱带给了平民百姓巨大的灾难——家破人亡、流离失所、

饥寒交迫。乱兵所至，生产遭到极大破坏，中原关中富庶地区，受害尤重。83正

如《资治通鉴》所载，“洛阳四面数百里州县，皆为丘墟”84；《旧唐书》载：

“汝、郑等州，比屋荡尽，人悉以纸为衣，或有衣经者。”85此外，从史籍上的

人口数据来说，这场大乱扼杀了千百万人民的性命。据《资治通鉴》载，天宝

十三载（754），唐帝国共有“户九百六万九千一百五十四，口五千二百八十八

万四百八十八”86。至广德二年（764），唐帝国仅存“户二百九十余万，口一

千六百九十余万”87.换言之，短短的十年之间，唐帝国的人口竟减少了十分之

七。88他们“或死于寇贼，或死于官兵，或死于赋役，或死于饥馁，或死于奔窜

流离，或死于寒暑暴露” 89。由此可见，安史之乱对唐帝国造成了难以估计的

伤害，致使唐帝国元气大伤，处境岌岌可危。 

                                                           
83

 钟优民：《新乐府诗派研究》，页 6。 
84

 [宋] 司马光编、 [元] 胡三省音注：〈唐纪三十八〉，《资治通鉴》第 15 册，卷二百二十二，

北京：中华书局，1956 年，页 7112。 
85

 [后晋] 刘昫等撰：〈回纥传〉，《旧唐书》第 16 册，卷一百九十五，北京：中华书局，

1975 年，页 5204。  
86

 [宋] 司马光编、 [元] 胡三省音注：〈唐纪三十八〉，《资治通鉴》第 15 册，卷二百一十七，

页 6929。 
87

 [宋] 司马光编、 [元] 胡三省音注：〈唐纪三十八〉，《资治通鉴》第 15 册，卷二百二十三，

页 7171。 
88

 莫砺锋：《杜甫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页 40。 
89

 [唐] 杜甫著、 [清] 仇兆鳌注：《杜诗详注》卷二十三，页 20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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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这样的历史环境下，杜甫从民生视角出发，本着自身的爱民精神、

悲天悯人的仁者情怀，创作了不少真实反映民生疾苦、真实描绘平民在战乱中

苟且偷生的“新题乐府”。杜甫在这一系列的诗中，全面性地概括了当时的社

会现状，也对贫苦百姓因战乱而遭受的深重苦难, 给予了深切的同情与关怀。 

对于反映民生疾苦、生活艰难，其具体的例子若《茅屋为秋风所破歌》90一

诗。诗中，杜甫透过描写自己八月深秋“卷我屋上三重茅”的遭遇，藉以表达

自己深沉的忧民思想。当时的杜甫不止遇上了“屋漏偏逢连夜雨”，更甚的是

还恰巧碰上了“南村群童欺我老无力，忍能对面为盗贼”、“布衾多年冷似

铁”、“床头屋漏无干处”等一连串的不幸遭遇。从当时生活状况的角度来说，

要不是杜甫十分困穷，也不会对大风刮走茅草那么心急如焚；要不是群童十分

困穷，也不会冒着狂风抱那些并不值钱的茅草。91这一切，皆因民生疾苦而起。

末段部分，杜甫更从本身的床头屋漏、长夜难眠的窘迫环境，进一步延伸至社

会的苦难，以小见大，说明自己的不幸只不过是当时老百姓艰辛生活的缩影。 

再如《无家别》92中的“园庐但蒿藜”，点明了因战乱而导致故乡荒芜残破、

生产遭到破坏的结果；《悲青坂》93中的“山雪河冰野萧瑟，青是烽烟白人骨”，

也企图带出旷野里一片萧瑟的气象、尸横遍野的悲凉，以说明战乱导致死伤惨

重，百姓遭殃的事实。又如《悲陈陶》94的“都人回面向北啼，日夜更望官军至”

则更进一步描写人民的精神状态，透过百姓“啼”与“望”的动作，表现了手

无寸铁的灾民在战乱中仓皇、无助、悲伤的心情。 

                                                           
90

 [唐] 杜甫著、 [清] 仇兆鳌注：《杜诗详注》卷十，页 832。 
91

 萧涤非等撰：《唐诗鉴赏辞典》，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3 年，页 533。 
92

 [唐] 杜甫著、 [清] 仇兆鳌注：《杜诗详注》卷七，页 537。 
93

 [唐] 杜甫著、 [清] 仇兆鳌注：《杜诗详注》卷四，页 316。 
94

 [唐] 杜甫著、 [清] 仇兆鳌注：《杜诗详注》卷四，页 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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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唐帝国为平定安史之乱，不断补充兵力，抽丁拉夫，不分男女

老少拼凑数额。95站在百姓的立场来说，这无疑是灾难的深层恶化。这是因为连

年战争、兵荒马乱，已造成百姓捉襟见肘、民不聊生。随着统治阶级毫无章法

地强行捉人应征服兵役，更强化了战乱时代的悲惨遭遇，使人民处于更困苦的

境地。例如《石壕吏》96一诗中，通过“有吏夜捉人”的一幕，表达了百姓“征

役驱迫之苦”
97
和 “存者且偷生”的沉痛心情。诗中，杜甫借年迈老妪之口带

出人民日日胆战心惊的痛苦和夜夜如履薄冰的心绪。 

总括来说，时代的苦难造成黎民百姓对内担忧家破人亡、三餐不继的生活

之苦；对外忧患朝廷残暴凶恶地强行拉丁遣戍从军之难。正如卢元昌曰：“唐

之百姓，几于靡有孑遗矣，其不亡也幸哉”98，可见当时的人民处于水深火热的

悲惨境况，即使幸免于难但安危始终不得保障。 

 

 

 

 

 

 

 

                                                           
95
 经美英：〈“三吏”、“三别”的继承和创新〉，《淮阴师专学报》1995 年第 4 期，页 17。 

96
 [唐] 杜甫著、 [清] 仇兆鳌注：《杜诗详注》卷七，页 528。 

97
 [唐] 杜甫著、 [清] 仇兆鳌注：《杜诗详注》卷七，页 528。 

98
 卢元昌语。引自[唐] 杜甫著、杨伦笺注：《杜诗镜铨》卷五，页 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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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于国之刺 

天宝后期，唐帝国的盛唐气象渐渐消逝、暗暗走向衰亡，产生盛唐气象的

社会基础也已悄悄逝去。当初的繁荣社会与太平景象已不再，取而代之的是社

会的不平——富者的挥霍无度，贫者的饥寒交迫。在长期的困顿生活中，杜甫

认识到了社会政治的残酷与黑暗，目睹了统治者的豪奢与腐败。于是，杜甫的

创作开始转向以写实为主。他开始冷静地观察社会，努力搜索社会的病根。他

的目光不但对准了日益陷于苦难的下层人民，也对准了日益荒淫无耻的上层贵

族。99 

对于现实的黑暗与不满，杜甫把矛头指向最高统治者，由衷地发出沉痛的

控诉，并反映在其作品中。对世间的不合理，他投之以强烈的憎恶100；对统治

阶级的不满，他置之以严厉的抨击；对政策的残酷，他掷之以无情的揭露；这

些都集中表现在其“新题乐府”中。正如王运熙《论乐府诗绝句四首》题《唐

人新乐府》云：“国势陵夷困战争，欲将诗什记苍生。少陵白傅遗篇在，乐府

新题讽意明。”101可见，杜甫“新题乐府”除具有鲜明的史实特色外，也有批

判的社会价值。 

杜甫“新题乐府”立足于劳苦大众的立场上，弹劾时政之余，更对统治者

所犯下的罪恶行径进行了无情的讽刺。其中包括鞭挞统治阶级穷兵黩武、连年

战争的行为，斥责豪富权贵的骄奢淫逸、奢靡逸乐的生活，谴责残暴的官吏强

行征兵的罪恶等等。 

                                                           
99

 莫砺锋：《杜甫评传》，页 88。 
100
 吉川幸次郎著、章培恒译：《中国诗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 年，页 239。 

101
 王运熙：《乐府诗述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年，页 5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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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说杜甫真正创作“新题乐府”是从困居长安的后期开始的，其中更多作

于安史之乱期间。然，安史之乱前，杜甫也作有反映社会事实的“新题乐府”，

如《兵车行》102。恰如潘德舆《养一斋李杜诗话》亦认为“《兵车行》为杜集

乐府首篇”103。诗中，杜甫“托汉武事为刺”104，揭露了朝廷长期以来穷兵黩武、

连年战争的举措，对统治阶级进行了严厉的批判。因此，此诗不是专指哪一次

边衅战争，而是泛指天宝年间唐王朝的穷兵黩武政策。
105
杜甫首先带出“耶娘

妻子走相送”、“牵衣顿足拦道哭”的悲楚之状，营造一幅惨痛的情景；再言

明“去时里正与裹头，归来头白还戍边”的征夫行役之苦；更提及“边庭流血

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君不闻汉家山东二百州，千村万落生荆杞”造成的

连年征战、军事频繁、民不聊生。杜甫不说战争本身的罪恶，但描战争对社会

百姓的影响，从中带出统治者不断的拓边征战给人民造成巨大的灾难，深刻地

斥责好大喜功的唐玄宗祸国殃民的罪行。 

又如《丽人行》106，则旨于讥讽了贵戚荒淫无度、权势熏天的威势。杜甫

通过对杨国忠、杨贵妃兄妹的繁华宴饮和显赫地位的铺陈，揭露了皇亲贵族游

冶淫靡、奢侈荒淫的生活。正如仇兆鳌《杜诗详注》曰：“此诗刺诸杨游宴曲

江之事”107。至于造成外戚擅权的现象，归根究底乃源自于君主的昏庸。因此，

更进一步来说，此诗也意在反映朝廷和时政的腐败。诗中，杜甫透过对“就中

云幕椒房亲，赐名大国虢与秦”等权贵丽人的豪华宴乐的重点描绘，极细腻地

                                                           
102

 [唐] 杜甫著、 [清] 仇兆鳌注：《杜诗详注》卷二，页 113。 
103

 潘德舆：《养一斋诗话》卷二，清诗话续编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年，页 2192。 
104

 王道俊《杜诗博议》载：“王深父云：时方用兵吐蕃，故托汉武事为刺。”引自[唐] 杜甫著、 

[清] 仇兆鳌注：《杜诗详注》卷二，页 117。 
105

 莫砺锋：《杜甫评传》，页 89。 
106

 [唐] 杜甫著、 [清] 仇兆鳌注：《杜诗详注》卷二，页 156。 
107

 [唐] 杜甫著、 [清] 仇兆鳌注：《杜诗详注》卷二，页 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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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游女之佳丽”、“志秦、虢之华侈”和“形容其
108
煊赫声势”，虽言辞华

丽，却能更巧妙地鞭挞了杨氏兄妹的淫乐挥霍。恰如浦起龙在《读杜心解》中

所说：“无一刺讥语，描摹处语语刺讥；无一慨叹声，点逗处声声慨叹”109；

王嗣奭《杜臆》：“钟云：‘本是风刺，而诗中直叙富丽，若神不容口，妙

妙。’110”总括来说，《丽人行》一诗，“语极铺扬，而意含讽刺”111，“形褒

实贬，明扬暗抑”
112
，表述了杜甫对那些恃宠弄权、骄奢淫佚的外戚贵族的极

度憎恶和轻蔑，也大力抨击了朝政的腐败、黑暗。 

再如《石壕吏》113则揭示了兵役制度的残酷。诗中透过一位“有猛虎攫人

之势”114的凶神恶煞官吏对一家之中“三男戍，二男死，孙方乳，媳无裙，翁

逾墙”115，仅剩老妇的家庭的咄咄逼近，控诉了唐帝国推行的兵役制度的残酷

和统治者的昏庸腐败。正如胡适所言：“捉人拉夫竟然拉到了一位抱孙的祖老

太太，时世可想了！”116此外，杜甫精炼地描写吏的蛮横无理、狂吼怒骂——

“呼”、“怒”对妇的欺压——“啼”、“哭”，这是因为吏的横行是朝廷指

使的，因此写吏当被视为指责最高统治者。如《垂老别》117一诗中，也透过一

个“子孙阵亡尽”的老翁愤而参军的故事，揭露了朝廷征募兵丁及于垂老的惨

无人道的手段。郑杲《杜诗钞》言：“刺不恤老也。古者五十不从力政，六十

                                                           
108

 指杨国忠。 
109

 [清] 浦起龙：《读杜心解》卷二之一，北京：中华书局，1961 年，页 229。 
110

 王嗣奭：《杜臆》卷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年，页 24。 
111

 [唐] 杜甫著、 [清] 仇兆鳌注：《杜诗详注》卷二，页 161。 
112

 钟优民：《新乐府诗派研究》，页 96。 
113

 [唐] 杜甫著、 [清] 仇兆鳌注：《杜诗详注》卷七，页 528。 
114

 [清] 浦起龙：《读杜心解》卷一之二，页 54。 
115

 [唐] 杜甫著、 [清] 仇兆鳌注：《杜诗详注》卷七，页 530。 
116

 胡适：《白话文学史》，页 239。 
117

 [唐] 杜甫著、 [清] 仇兆鳌注：《杜诗详注》卷七，页 5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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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与服戍，况死事之家穷老宜恤者乎！”
118
归纳来说，此二诗皆讥讽了朝廷残

酷的兵役制度，不顾人民的死活，视人民性命为贱土。 

《新婚别》119则以暮婚晨别的故事为主线，借新婚妇的独白不经意地“揭

露统治者摧残起码的人情、人性和人伦，违背“先王之政，新有婚者，期不役

政”120的罪行”121。此外，诗中的“君行虽不远，守边赴河阳”实际上讽刺了统

治者的昏庸误国。这是因为昔日强大的盛唐帝国穷兵黩武拓边去，现在战火都

打到王朝统治的中心地带了。122或如《哀江头》123，其意在“直述其宠幸宴游，

而终之以血污游魂，深刺之以为后鉴也” 124。《岁晏行》125中的“高马达官厌

酒肉，此辈杼柚茅茨空”也强烈地映射官府重税剥削、搜刮百姓、奸商乘机渔

利的社会事实。 

持续的动乱，把百姓逼到生不如死的地步。《无家别》126中的“人生无家

别，何以为烝黎”，正是杜甫为自己和百姓的苦难提出的悲壮而有力的控诉，

也是杜甫对统治阶级的强烈诘问。与此相应的正是浦起龙《读杜心解》所言：

“反其言以相质，直可云：何以为民上？”127战火不息、形势危急、饥馑遍地，

导致了“一个人连家都没有，又何以称得上是人呢？言外之意是民将不民，人

                                                           
118

 详阅郑杲《杜诗钞》。转引自夏松凉：<伟大的艺术史诗——论杜甫乐府诗“三吏”“三别”

（之一）>，《宁波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1 年第 3 期，页 8。 
119

 [唐] 杜甫著、 [清] 仇兆鳌注：《杜诗详注》卷七，页 530。 
120

 真德秀语。引自[唐] 杜甫著、 [清] 仇兆鳌注：《杜诗详注》卷七，页 530。 
121
 马承五：〈论杜甫“新题乐府”的艺术创新——以“三吏”“三别”为中心〉，《唐诗论

集》，页 184。 
122
 于华东：〈叙战乱之苦，下千秋之泪——杜甫“三吏”、“三别”的精神特色和艺术魅力〉，

《齐齐哈尔大学学报》2001 年第 3 期，页 33。 
123

 [唐] 杜甫著、 [清] 仇兆鳌注：《杜诗详注》卷四，页 329。 
124

 [唐] 杜甫著、 [清] 仇兆鳌注：《杜诗详注》卷四，页 332。 
125

 [唐] 杜甫著、 [清] 仇兆鳌注：《杜诗详注》卷二十二，页 1943。 
126

 [唐] 杜甫著、 [清] 仇兆鳌注：《杜诗详注》卷七，页 537。 
127

 [清] 浦起龙：《读杜心解》卷一之二，页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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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为其人，人无法为人！”
128
。杜甫以悲愤激昂的心情抨击统治者致使百姓再

也不懂得如何做百姓了，可想而知当时的情况残酷至极点。 

此外，联系上文探讨的“于民之哀”，不难发现杜甫“新题乐府”表面上

深刻反映战乱带来的惨痛经历、民生疾苦与征戎之苦，体现出杜甫对劳苦民众

艰辛生活的同情和怜悯。实际上也意在揭露、讽刺统治者的荒淫无耻、昏庸腐

败，指向统治阶级激烈提出黎民百姓的生活得不到保障的控诉。总言之，杜甫

“新题乐府”中通过人民百姓和统治阶级的对比，可以达到一褒一贬的一石二

鸟作用。 

综合以上种种的例子可见，杜甫“新题乐府”中含沙射影的讽刺意味随处

可见，藏匿其中。杜甫积极揭发战乱时期人民所遭受的官府残酷压迫和残暴兵

役制的肆虐，处于水深火热中的悲惨境况，揭露得如此之深广峻切，描写得如

此之真切沉痛，再现出历史的真实面貌，是史书所不曾记载的。129由此可见，

杜甫“新题乐府”讽咏时事的创作倾向，其中“讽”的成分具有高度的真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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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华东：〈叙战乱之苦，下千秋之泪——杜甫“三吏”、“三别”的精神特色和艺术魅力〉，

页 33。 
129
 于华东：〈叙战乱之苦，下千秋之泪——杜甫“三吏”、“三别”的精神特色和艺术魅力〉，

页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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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于士之慰 

尽管杜甫“新题乐府”表现了对百姓深受时代的苦难给予了十分的同情与

悲悯，对统治阶级的昏庸与腐败给予了深刻的鞭挞与斥责，然大敌当前，站在

国家的立场上，杜甫还是劝勉士兵抖擞精神、保卫国土、共赴国难。这是因为

唯平定大乱、复兴社会后，百姓才有安居乐业的一天。换言之，杜甫“新题乐

府”固然存在“民”、“国”与“士”三者的矛盾思想，但究其原因，终究是

建立在其爱国爱民精神的基础上。 

例如《新安吏》130，诗中借新安点兵之事，言国势危殆、调兵应急；作悲

悯之语131、离别之苦；作宽慰之语132、同仇敌忾。新安“县小更无丁”可征，只

好“次选中男行”来充军守城。对此，杜甫看到了人民深受沉重的兵役负担之

苦，乃言“中男绝短小，何以守王城”为百姓说话，以反映兵役制度的不合理。

随后他又想到国家存亡迫在眉睫，于是后半段笔锋一转，旋即对征人进行劝慰：

“就粮近故垒，练卒依旧京。掘壕不到水，牧马役亦轻。况乃王师顺，抚养甚

分明。送行勿泣血，仆射如父兄。”其劝慰中蕴含着阅尽沧桑者的历史理性：

一是分析了哭泣即便眼枯见骨，也改变不了官府政令和战争局势，改变不了

“天地终无情”；二是分析了战争的逆转和中男力所能及、又不容推卸的责任；

三是分析了平叛之师的正义性和郭子仪一类将帅的统军有方。133杜甫从种种角

度如战局优势、国家有难匹夫有责等慰藉征人应以大局为重，走上前线，杀敌

致果。由此可言，杜甫一方面谴责兵役制度，但也勉励人民为了国家利益必须

积极参战安心服役，可见杜甫在两难之中勉强取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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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 杜甫著、 [清] 仇兆鳌注：《杜诗详注》卷七，页 523。 
131

 [唐] 杜甫著、 [清] 仇兆鳌注：《杜诗详注》卷七，页 524。 
132

 [唐] 杜甫著、 [清] 仇兆鳌注：《杜诗详注》卷七，页 524。 
133

 杨义：《李杜诗学》，北京：北京出版社，2001 年，页 5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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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新婚别》
134
也明显体现了杜甫的矛盾想法。诗中，杜甫透过新婚

夫妇的生死离别，借新婚之妇的口勉励新郎“勿为新婚念，努力事戎行”。从

此，可见杜甫真诚地同情生民的不幸，同时也真诚地劝导百姓忍辱负重，维护

国家的安宁和君王的政治利益。135无置可否的是，面对“当时唐柞亦岌岌乎哉”

136的危急情况，抵御外敌也是当务之急的唯一办法。 

综合杜甫“新题乐府”的思想内容，可见其“新题乐府”具有丰富的思想

性与真实性。杜甫“新题乐府”以悲悯、讽刺与规劝相结合，一方面同情人民

饱受战乱之苦，揭露了兵役制度的残酷和讽刺统治者的荒淫无耻、穷奢极欲，

另一方面也劝慰军士抖擞精神奋起抗敌，共同镇压战乱。 

总言之，杜甫“新题乐府”在内容本质上继承了古乐府的现实主义精神并

有所发展。正如仇兆鳌注《新婚别》云：“全祖乐府遗意”137；沈德潜谓杜甫

《三吏》、《三别》“咏所见闻事，运以古乐府神理” 138。另，杜甫“新题乐

府”以其精神表现层面之深度与广度，体现了鲜明的时代特征，而享誉“诗

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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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 杜甫著、 [清] 仇兆鳌注：《杜诗详注》卷七，页 530。 
135

 陈建森：〈“对话”与“代言”：“三吏”、“三别”的两种叙事形态〉，《华南师范大学

学报》2005 年第 3 期，页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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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 杜甫著、 [清] 仇兆鳌注：《杜诗详注》卷七，页 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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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 杜甫著、 [清] 仇兆鳌注：《杜诗详注》卷七，页 533。 
138

 [清] 沈德潜编：《唐诗别裁集》卷五，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年，页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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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艺术开拓——表现形式 

如前所叙，杜甫“新题乐府”对“古乐府”不仅具有内容实质上的继承性，

更有艺术形式上的开拓性。其中，在形式的变革上，杜甫似乎有着自己深刻的

见解和独特的意识。139正如许学夷在《诗源辩体》所云：“至子美则自立新题，

自创己格，自叙时事，视诸家纷纷范古者，不能无厌。”140可见，杜甫“新题

乐府”具有自立新题的艺术创新，更体现了杜甫不拘前轨、独树一格的艺术造

诣。 

杜甫“新题乐府”对古乐府的艺术开拓与革新表现在即事名篇、撷取概括

性场景、人物形象的个性化等方面。即事名篇，即自立新题、因事命题，根据

描写的对象来决定诗的题目；141撷取概括性场景则为选择典型的人、事、物，

加以渲染，以小见大；人物形象的个性化则是通过人物的语言、动作等方式展

示人物性格。有关杜甫“新题乐府”的艺术技巧体现在各个方面，然此文未能

一一论述，故特择此三点加以说明。 

 

 

 

 

 

 

 

                                                           
139

 马承五：〈乐府诗的体式嬗变与创格——杜甫“新题乐府”论（形式篇）〉，《唐诗论集》，

页 166。 
140

 许学夷著、杜维沫校点：《诗源辩体》卷十九，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 年，页 209。 
141

 萧涤非：《萧涤非说乐府》，页 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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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即事名篇 

杜甫“新题乐府”历来最为人津津乐道的就是其“即事名篇”的创题方法。

142“即事名篇”是指根据题材和不同和主题的需要，另立新题，即兴赋篇。更

具体的说法就是依据诗中所描写的内容来决定诗的题目，达到以题见事的效果。 

“即事名篇”乃由元稹提出以概括杜甫“新题乐府”的艺术特征，元稹

《古题乐府序》云：“近代唯诗人杜甫„„凡所歌行，率皆即事名篇，无复倚

傍”。143及至后来，“即事名篇”更成为后人认识“新题乐府”的标准之一。144

此外，“新题乐府”已标榜着其“新题”的特点，而“即事名篇”正是杜甫创

制新题的方法，两者存有联系性，由此可见后人对杜甫“即事名篇”的看重。

再者，历代诗家在论述杜甫“新题乐府”时，更常突出杜甫自立新题的艺术特

点。正如胡应麟《诗薮》载：“少陵不效四言，不仿离骚，不用乐府旧题，是

此老胸中壁立处”145；王世贞《艺苑卮言》：“不如少陵以时事创新题也，少

陵自是卓识”146；《蔡宽夫诗话》云：“皆因事自出己意，立题略不更蹈前人

陈迹，真豪杰也”147。归纳以上来说，“即事名篇”是杜甫“新题乐府”的重

要元素，更为杜甫“新题乐府”赢得了不少高度的评价。 

有关“诗题”，乃是全诗的核心，是思想的凝聚，是整篇的纲目；而诗之

正文，都围绕着所拟之题而展开；148更有“题目者，醒目也”149之说法。由此可

                                                           
142

 相较于“古乐府”只能迁就其历史传统，就题写意，如写《关山月》总是悲伤离别，写《白

头吟》总是男女负心，写《行路难》总是世途艰难，写《乌夜啼》总是抒情寄远等等。 
143

 元稹：《元稹集》卷二十三，页 255。 
144 白居易《与元九书》称：“关于美刺兴比者，又自武德迄元和，因事立题，题为新乐府者。” 
145

 [明] 胡应麟：《诗薮·内编》卷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年，页 38。  
146

 [明] 王世贞著、罗仲鼎校注：《艺苑卮言校注》，济南：齐鲁书社，1992 年，页 172。 
147

 蔡宽夫：《蔡居厚诗话》，吴文治编：《宋诗话全编》，页 609。 
148

 马承五：〈乐府诗的体式嬗变与创格——杜甫“新题乐府”论（形式篇）〉，《唐诗论集》，

页 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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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诗题之重要性。倘若诗题不恰当，则会造成了诗题与内容上的错位，混淆读

者之余，更会降低了诗歌之现实性，使其讥切时事的讽谕作用难以体现。因此，

杜甫“即事名篇”的创题法，从革新来说固然抛弃了拟乐府旧题写意的旧框架，

摆脱了拟乐府150的桎梏，更重要的是它使诗题与诗的内容趋于一致，走向“诗”

与“题”之统一。 

杜甫“新题乐府”中“即事名篇”的具体例子，如：古有《战城南》、

《十五从军征》、《饮马长城窟行》等古题反映穷兵黩武之内容，然杜甫舍之，

径直以《兵车行》为题，以铺染出一幅沙尘滚滚兵车鸣的惨痛情景，让诗题与

其所反映的现实政治更加切合；再如古有《长安有狭邪行》揭露统治者之荒淫

奢侈，然杜甫弃之，自顾以《丽人行》，以营造一种江边丽人娇艳雅的气派场

面，供以讽刺。151或如《哀江头》，乃杜甫作于潜行于长安城东南的曲江边之

时，借以感时伤事；又如《悲陈陶》，乃作于陈陶兵败后，杜甫哀恸欲绝之时，

借以悼念四万义军。152以上所举皆是“各自命篇名，以寓其讽刺之指，于朝政

民风，多所关切”153的实际例子。 

总得来说，杜甫“即事名篇”的创题法，使得内容上可以十分灵活、自由

地反映现实，免掉了古题古义与声调的束缚；在诗题上则能让读者通过诗题回

想诗之内容，使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且能常推陈出新，并给予读者新鲜感。

                                                                                                                                                                      
149
 经美英：〈“三吏”、“三别”的继承和创新〉，页 17。 

150
 有关拟古乐府沿袭旧题的格局及流弊，已于前文略加说明，故此不赘言。 

151
 参考自萧涤非：《萧涤非说乐府》，页 243。 

152
 参考自马承五：〈乐府诗的体式嬗变与创格——杜甫“新题乐府”论（形式篇）〉，《唐诗

论集》，页 168。 
153

 胡震亨辑：〈唐音癸签〉，《唐音统签》第 9 册，卷十五，页 6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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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赵执信在《声调谱论例》称之：“题虽异于古人，而深得古人之理”
154
，

肯定了杜甫在诗题创立上的“开题之功”。 

 

二、撷取概括性场景 

杜甫“新题乐府”的另一艺术特点为具有高度的艺术概括。杜甫善于选取

具有典型意义的人、事、物，精选出富有特征、能够一以当十的场景，加以艺

术概括，淋漓尽致地发挥，令人印象深刻、久久不能忘怀。 

虽然“新题乐府”是建立在真实反映现实面貌的基础上，然其与现实的联

系并非直接复制、重现，而是经过诗人心灵过滤、变异、提升的诗化过程。在

这过程中，诗人会精心选择、萃取典型的场景，加以艺术提炼，从而深化震人

心弦的细节。155具体来说，就是着重刻画具有意义的场景、大肆渲染该场景，

使读者从具体场景中自然想象得出故事以外的情形。 

例如，杜甫“三吏”“三别”虽然只是一诗叙一事——一首诗带出了一幅

震人心弦的图画、一个悲惨凄凉的的画面、一个刻骨铭心的的故事。然，经过

杜甫匠心独运的选取，这六首诗歌几乎再现了当时社会的种种现象。如《新安

吏》中的未成年被征、《石壕吏》中的老翁老妪被刁难、《潼关吏》中的士卒

筑城、《新婚别》中的新婚惜别、《垂老别》中的暮年从戎之诀别及《无家别》

中的无家可别。现实生活中形形色色的的人物，都被杜甫写进了笔下，而他们

所发出的不再是个人啼饥号寒的呻吟，而是代表着千万人民的心声、千万人民

                                                           
154

 转引自马承五：〈乐府诗的体式嬗变与创格——杜甫“新题乐府”论（形式篇）〉，《唐诗

论集》，页 170。 
155

 参考自杨义：《李杜诗学》，页 559-5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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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愿望。由此可见，杜甫“新题乐府”常将广阔复杂的社会现实、生活画面，

裁剪为一个具体场景来概括，以达到个别反映一般、局部表现整体的效果。 

更进一步来说，《石壕吏》写石壕村官吏强征白发老翁老妪的的事例，概

括了一户人家的悲惨命运，其背后实际上反映了无数个家庭遭受同样遭遇的事

实。正如吴冯说：“此一百二十字, 即一百二十点血泪。举一石壕，而唐家百

二十州，何处非石壕举一石壕之吏，而民间十万虎狼，又何一非此吏！即所见

以例其余，为当时痛哭而道也”156 可见，这些都是时代老百姓的缩影，起到了

以小见大的艺术效果。157以此类推，《无家别》写故乡“园庐但蒿藜”的荒芜

残破，概括了一个村庄的悲凉景象；《悲陈陶》悼“四万义军“的壮烈牺牲，

概括出一场死伤无数的败役；其背后实际上也映射了当时无数个被毁于战火的

村庄和无数场惨况激烈的战役。换言之，读者不能以小视角来看待杜甫“新题

乐府”，而必须站在更开阔的角度了解杜甫“新题乐府”的真正内涵。 

恰如黄生曰：“善述事者，但举一事，而众端可以包括，使人自得其於言

外，若纤悉备记，文愈繁而味愈短矣。”158杜甫“新题乐府”致力于寻找特定

场景，并以这耀眼的一瞬来照亮整个故事，做到“以意胜、以情胜，而不以事

见长”159。这样一来，则意在言外，更添其艺术感染力。总括来说，杜甫“新

题乐府”在表现形式上虽然只写一件事、一个人、一个家庭、一个村庄、一场

战役，看似狭隘地再现社会，其实表现更深、更广。 

 
                                                           
156

 详阅《青城说杜》。转引自夏松凉：<伟大的艺术史诗——论杜甫乐府诗“三吏”“三别”

（之一）>，页 7-8。 
157

 储庆：〈论“三吏”“三别”的叙事艺术〉，《淮南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4 年第 2 期，页

78。 
158

 [唐] 杜甫著、 [清] 仇兆鳌注：《杜诗详注》卷四，页 332-333。 
159

 陈平原：《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页 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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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人物形象的个性化 

杜甫“新题乐府”的又一艺术特色是具体、细腻地刻画人物形象。杜甫通

过细节刻画，借以展示人物的思想或性格，并塑造出形象鲜明的人物。其细节

描绘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注重刻画人物的动作；二、运用语言的魅力如对

话、心理独白等。 

例如《垂老别》。暮年从军的老翁与老妻惜别的过程中，老翁的“投杖”、

“长揖”等动作，皆旨于带出老翁义无反顾、凛然应征、报国杀敌的英雄气概。

老翁更称“男儿既介胄”，可见他已做好准备、披上铠甲，上阵杀敌。这些细

节描写有助于刻画出一位铁骨铮铮的爱国老人。 

再如《新婚别》。新婚妇以独白形式哀叹自己不幸的命运，述说自己处境

的尴尬，也为丈夫的前途而忧虑。新娘在话语中，将送别丈夫的无奈、愤恨、

抱怨、忧虑、沉痛、勉励、期待的复杂心理展示无疑，从而塑造了一位感情丰

富、深明大义的劳动妇女形象。160此外，通过对新娘“罗襦不复施，对君洗红

妆”的细节刻画，也塑造了其坚贞专一、大方得体、高尚人格的妇女形象。 

杜甫“新题乐府”中，人物的语言，通俗朴素、直露易懂，趋向通俗化、

生活化的特色。如“生女有所归，鸡狗亦等将”161、“幸有牙齿存，所悲骨髓

干”162、“中男绝短小，何以守王城”163、“肥男有母送，瘦男独伶俜”164等都

是通俗浅显的话语，给予读者一种油然而生的熟悉感，更贴切百姓之余，也更

具感染力。值得一提的是，这一倾向更启迪了中唐乐府诗人的语言风格，影响

                                                           
160

 王翠英：〈对杜甫诗歌现实主义探究〉，《企业家天地》2011 年第 1 期，页 149。 
161

 [唐] 杜甫著、 [清] 仇兆鳌注：《杜诗详注》卷七，页 532。 
162

 [唐] 杜甫著、 [清] 仇兆鳌注：《杜诗详注》卷七，页 534。 
163

 [唐] 杜甫著、 [清] 仇兆鳌注：《杜诗详注》卷七，页 523。 
164

 [唐] 杜甫著、 [清] 仇兆鳌注：《杜诗详注》卷七，页 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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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远。另一方面，人物的动作也各符合性格、身份、年龄特征，显示出现实主

义的特色。165这样一来，则更符合乐府出自民间的本质，并添其可信度，效果

更佳。 

总的来说，杜甫“新题乐府”不愿墨守成规，蹈袭古体，而是以一种新的

创作视野、创作胆识、创作精神，走自己的道路，显示出其特立的艺术个性。

166可见，杜甫“新题乐府”在艺术上的独创性与创新，增添了乐府的表现力。 

综合此章节所言，正如萧涤非谓杜甫“新题乐府”，他说：“所谓新乐府

者，“因以命题,无所倚傍”，受命于两汉，取足于当时，以耳目当朝廷之采诗，

以纸笔代百姓之喉舌者也。”167由此概括了杜甫“新题乐府”在内蕴本质上与

“古乐府”的继承关系及艺术上的创题特色。从反映社会生活的深刻与广阔来

看，杜甫“新题乐府”汲取并充分发扬了“古乐府”的反映现实精神，其中杜

甫更以乐府叙政治重大题材，可谓给予了乐府更丰富、广阔的内涵，是对乐府

的再发展；在艺术形式上，杜甫始创了“即事名篇”的创题法，更以其别具一

格的艺术造诣，把“新题乐府”的艺术水准推到了更高的极致。 

 

 

 

 

                                                           
165

 王翠英：〈对杜甫诗歌现实主义探究〉，页 149。 
166

 马承五：〈乐府诗的体式嬗变与创格——杜甫“新题乐府”论（形式篇）〉，《唐诗论集》，

页 166。 
167

 萧涤非：《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 年，页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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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杜甫“新题乐府”的庚续 

承前所言，杜甫“新题乐府”致力于从现实社会中提炼主题、创制新题，

积极发挥了乐府诗反映现实生活的社会作用，表现出鲜明的时代感与现实性、

社会性。杜甫“新题乐府”在内容上主张以时事入诗、写真实见闻之事，在艺

术上则强调语言通俗浅显、质朴真切。因此，“此时期之歌咏材料，偏于乱离，

偏于时事，偏于人生社会，成为一种写实的平民文学，社会文学。”168这样的

创作倾向，无疑打破了将诗歌题材限于“高雅之事”的畛畦。169正如胡震亨云：

“雅道大坏，由老杜启之也”170可见，杜甫“新题乐府”突破了精雅的古典诗

歌传统，将诗歌引向了写实、通俗、浅显的创作道路。 

杜甫以后，其“新题乐府”的写实性与通俗化并没有随时代而销声匿迹，

反而还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延续和发展，并且在中唐引起了强烈的回响。中唐时

期，安史之乱的战火已经熄灭，但藩镇割据、宦官擅权、赋税繁重、贫富不均、

外族侵扰等社会矛盾不停地滋生出来。这时期，不少对民间疾苦有着深切了解、

对政治又有着强烈参与意识的士人，冀望通过自己的诗笔来反映现实，以引起

统治者对苦难民生和社会痼疾的重视。于是，他们承继了杜甫“新题乐府”的

现实性与通俗化的创作倾向，以创作乐府来反映现实。换言之，杜甫“新题乐

府”的创作精神得以继承与发扬，除了有赖于乐府本身的发展潜能外，更是顺

应了特定时代的要求。 

由此可见，杜甫“新题乐府”的创作精神并没有随着杜甫的逝去而漂浮于

孤舟，反而引起了注目，更影响了后起之秀的创作倾向。既然有老杜在前导源，

                                                           
168

 罗根泽编述：《乐府文学史》，《民国丛书》第三编，册 54，页 285。 
169

 莫砺锋：《唐宋诗歌论集》，南京：凤凰出版社，2007 年，页 73。 
170

 胡震亨辑：〈唐音癸签〉，《唐音统签》第 9 册，卷六，页 5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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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后继者便有了坚实的依据。杜甫“新题乐府”的写实性、通俗化倾向，首先

在元结、顾况、戴叔伦等人手中获得不同程度的继承；及后，张藉、王建也纷

纷效尤，将“新题乐府”推向另一个高度。 

张籍和王建是继杜甫之后，在“新题乐府”基础上稳健发展的先锋。张籍、

王建二人皆推崇杜甫，他们敬仰杜甫的创作热忱，致力于通俗晓畅、指事明切

的乐府诗创作。例如张籍作有诉战殁士卒的苦痛与残酷之《征妇怨》，控统治

阶级压榨百姓之《促促词》；王建作有刺帝王不恤民苦之《织棉曲》，揭劳动

人民惨遭剥削之《当窗织》。171据学者蹇长春的统计，张籍现存乐府诗75首，

其中自拟新题51首，古题新制24首；王建现存乐府诗87首，其中自拟新题51首，

古题新制36首。172由此可知，张籍、王建的“新题乐府”创作皆占了其乐府创

作的半数以上，可见他们是有志于“刺美见事”173的新乐府诗创作的。174从广阔

的层面来说，张籍、王建的新乐府虽未取得光芒毕露的成就，但思想内容方面

也广泛涉及大众社会，相当全面而深刻地反映了中唐的时代风貌，推进了中唐

乐府文学的发展。 

此外，历来文学史中也直接言明杜甫“新题乐府”对发端于中唐的“新乐

府运动”175具有显著、深刻的影响，更提出杜甫“新题乐府”“直接开导了中

                                                           
171

 参考自钟优民：《新乐府诗派研究》， 页 118-150。 
172

 统计数据来自蹇长春：〈新乐府诗派与新乐府运动——关于白居易评价的一个问题〉，《西

北师大学》（社会科学版）1986 年第 4 期，页 32-39。 
173

 元稹：《元稹集》卷二十三，页 255。 
174

 钟优民：《新乐府诗派研究》， 页 129。 
175

 纵使学术界在20世纪80年代曾对新乐府运动的存在与否展开了激烈的讨论，有者鉴于新乐

府的界定不明确而否定之，有者则持肯定的立场。根据葛晓音《新乐府的缘起与界定》一文，

新乐府运动是指：“„„元和四年（809），李绅、元稹、白居易看到诗歌创作的这一趋势，出

于进谏的需要和教化的目的，直承《诗经》的传统，提倡恢复周代采诗制，用兴谕规刺的标准

对杜甫以来歌行效仿汉魏古乐府制作新题的现象加以总结和规范，并以一批‘新题乐府’和

‘新乐府’组诗作为示范„„这就是‘新乐府运动’的实际内涵。”详阅葛晓音《新乐府的缘

起与界定》，页161-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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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的‘新乐府运动’”
176
的论调。粗略来说，“新乐府运动”是由元稹和白居

易共同掀起的一场诗歌革新运动，底下聚集了一批颇富成就的诗人。他们从现

实主义精神出发，从远来说源自《诗经》、汉乐府的现实传统，近则承杜甫

“新题乐府”的写实倾向，主张继承与弘扬有利于政教的社会功利性传统，高

扬“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的旗帜，以提倡和创作新乐府为己

任。
177
简单来说，他们以“新乐府”的形式来反映社会现实、针砭政治弊端，

以平易浅近的语言，以期增加乐府的实际社会效果。有关“新乐府运动”的宗

旨、产生、发展等非本论文的主要论述范围，故此不赘论。总言之，杜甫“新

题乐府”的创作倾向启发了“新乐府运动”的诞生，而其写实精神也在新乐府

运动的核心人物——元稹与白居易手中得到充分的发展。 

具体来说，元稹、白居易继承了杜甫关心时事政治、关注民生疾苦的现实

主义创作精神；他们用通俗的语言、讽喻的手法，大胆揭露社会弊政，大胆挺

身而出为百姓代言。178由此可见，杜甫“新题乐府”的创作风格启导了后人，

为乐府文学开辟了更广阔的道路，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综合以上来说，元稹与白居易之“新乐府”是在杜甫“新题乐府”的影响

下产生的。因此，下文将阐述元稹与白居易的个人创作理论上对杜甫“新题乐

府”的继承与发展。 

 

 

                                                           
176

 原句为“中唐的新乐府运动，正是由杜甫直接开导的。”详阅游国恩等主编：《中国文学

史》，香港：中国图书刊行社，1986 年，页 101。 
177

 钟优民：《新乐府诗派研究》， 页 1-2。 
178

 赵海菱：《杜甫与儒家文化传统研究》，页 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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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元、白对杜甫“新题乐府”之继承 

元稹与白居易皆非常推崇杜甫。据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所载：“元白

二公俱推崇少陵之诗，则新乐府之体，实为模拟杜公乐府之作品，自可无疑也”

179；罗根泽《乐府文学史》亦言：“元白於乐府诗歌，最推崇杜甫，对于杜甫

之讥弹时政，注重社会问题，特别提倡，予以理论的根据，铸成主义以宣传，

倡导，模仿，创造”。180或如冯班《钝吟全集》也直接言明：“元白，学杜者

也”181。综合以上种种，可见元稹和白居易对杜甫之高崇，他们归纳、总结杜

甫“新题乐府”的创作理论结果，受杜甫的影响甚深。 

元稹字微之，河南河内人。182早在少年时期，元稹已被杜甫忧时伤世的诗

篇所打动。元稹在其作《叙诗寄乐天书》中具体说明自己受杜甫影响的过程：

“仆九岁学赋诗„„又久之，得杜甫诗数百首，爱其浩荡津涯，处处臻到，始

病沈、宋之不存兴寄，而讶子昂之未暇旁备矣„„词实乐流，而止于模象物色

者为新题乐府。”183此处，元稹直接言明自己深受杜甫的影响，并着眼于学习

杜甫的“新题乐府”。 

白居易字乐天，其先盖太原人。
184
白居易在《与元九书》给予了杜甫“新

题乐府”的写实精神崇高的评价，他具体地表示： “杜诗最多，可传者千余首。

至于贯穿今古，覼缕格律，尽工尽善，又过于李。然撮其《新安吏》、《石壕

吏》、《潼关吏》、《塞芦子》、《留花门》之章，“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

                                                           
179

 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北京：三联书店，2009 年，页 122。 
180

 罗根泽编述：《乐府文学史》，《民国丛书》第三编，册 54，页 273-274。 
181

 [清] 冯班：〈诫子帖〉，《钝吟杂录》卷七，《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886 册，页 569。 
182

 [宋] 欧阳修、宋祁：〈列传第九十九〉，《新唐书》第 17 册，卷一百七十四，页 5223。 
183

 元稹：《元稹集》卷三十，页 351-353。 
184

 [宋] 欧阳修、宋祁：〈列传第四十四〉，《新唐书》第 14 册，卷一百一十九，页 4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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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之句，亦不过三四十首。”
185
此处，白居易具体表明了自己继承杜甫“新

题乐府”的写实传统，其中亦不难发现白居易本身的“新乐府”理论乃受杜甫

“新题乐府”的深刻影响。又如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载：“乐天之作新乐

府，乃用毛诗，乐府古诗，及杜少陵诗之体制，改进当时民间之歌谣。”186可

见，在乐府创作上，白居易吸取了《诗经》、汉乐府的现实主义精神，继承了

杜甫“新题乐府”的写实传统，自觉地担负起反映黎民疾苦、讥刺时政、感时

伤世的历史责任。 

进一步来说，元稹与白居易皆创作了许多从关心民生、同情人民疾苦的视

角出发，抨击权贵、揭露社会黑暗的乐府诗。他们对杜甫讽咏时事的“新题乐

府”更是推崇备至，也对杜甫因事立题的革新大力表扬。例如，白居易作有

《新乐府》五十首和《秦中吟》十首。对于白居易的“新乐府”，爱新觉

罗·弘历称：“诸篇全仿杜甫《新安》、《石壕》、《垂老》、《无家》等作，

讽刺时事，婉而多风，其不及杜者，只笔力之纵横，格调之变化耳。”187由此

可见，白居易“新乐府”与杜甫“新题乐府”之间是共存联系的。 

此外，元稹《乐府古题序》称：“况自风雅至于乐流，莫非讽兴当时之事，

以贻后代之人。沿袭古题，唱和重复„„近代唯诗人杜甫《悲陈陶》、《哀江

头》、《兵车》、《丽人》等，凡所歌行，率皆即事名篇，无复倚傍。予少时

与友人乐天、李公垂辈谓是为当，遂不复拟赋古题。”188这里，元稹鲜明地表

达了自己的立场。元稹为自己选择了师法的榜样——杜甫；规定了创作的目标

                                                           
185

 白居易著、朱金城笺校：《白居易集笺校》卷四十五，页 2791。 
186

 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页 125。 
187

 [清] 爱新觉罗弘历：《御选唐宋诗醇》卷二十，《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1448 册，上海：上

海古籍出版社，2003 年，页 432。 
188

 元稹：《元稹集》卷二十三，页 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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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寓意古题，刺美见事；确立了写作的方法——即事名篇，无复倚傍。
189
尤

需指出的是，杜甫因事立题的命题法，自此被文人广为运用，诗人们完全摆脱

“沿袭古题”的积习，针对新的社会现实，创出全新的题目，写出全新的反映

现实的诗。 

在语言艺术上，元稹、白居易也学习杜甫的语言，并对杜甫“新题乐府”

中语言通俗化的特色给予崇高的评价。例如，元稹在《酬李甫见赠》说道：

“杜甫天材颇绝伦，每寻诗卷似情亲。怜渠直道当时语，不著心源傍古人”。

190此处，元稹除赞美了杜甫“新题乐府”在实质内容上对反映当时社会现实的

重视，从不因袭古人的精神，更肯定了杜甫“直道当时语”的倾向，也就是在

“新乐府”中运用人民口头的语言、浅显易懂的文字。此外，白居易“新乐府”

也明显表现出杜甫“新题乐府”中语言通俗化的倾向，如《杜陵叟》：“剥我

身上帛，夺我口中栗”191，《轻肥》：“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192等皆是语

言平易近人，浅近通俗的体现。这样一来，则使“新乐府”更浅易平近，更贴

近百姓的心声。 

综合以上来说，元稹、白居易从内容实质、语言艺术、创题之法等方面高

度赞赏了杜甫创新求变、有所突破的精神外，也在一定程度上追随、学习杜甫

“新题乐府”的直笔实事、语言通俗的写实风格。 

  

 

                                                           
189

 乔伟德、尚永亮：《唐代诗学》，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0 年，页 179。 
190

 元稹：《元稹集》卷十八，页 208。 
191

 白居易著、朱金城笺校：《白居易集笺校》卷四，页 223。 
192

 白居易著、朱金城笺校：《白居易集笺校》卷二，页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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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元、白对杜甫“新题乐府”之发展 

对于杜甫“新题乐府”，元稹与白居易除具有一定程度上的承继外，更不

忘在杜甫“新题乐府”固有之基础上继续发挥，以求突破。在内容实质上，元

稹与白居易皆不约而同在杜甫“新题乐府”反映社会现实的写实原则上有所发

展，从而将杜甫“新题乐府”的创作本质提升到理论层面上。 

例如，元稹作有《和李校书新题乐府》十二首，每首举一事议一事，其内

容包括本朝或前朝发生过的实事，并寓以议论和教训，藉以引以为鉴。在这组

“新题乐府”的序文中，元稹提到：“余友李公垂贶余《乐府新题》二十首，

雅有所谓，不虚为文，余取其病时之尤急者,列而和之，盖十二而已。”193可见，

元稹明确提出“新乐府”的题材应优先考虑“病时之尤急者”194，也就是首先

关注现实政治中的难点、焦点和热点问题，使作品内容充实。相对来说，那些

“虚而为文”的无病呻吟的创作，他都表示反对。换言之，元稹强调“新乐府”

的思想内容必须是针对现实政治而写的，在创作上要突出地揭露时弊，以时事

为主，例如百姓疾苦、规劝君王、朝政的腐败等普遍的时弊课题。 

再如，白居易承继了杜甫“新题乐府”积极反映社会现实的精神和写实传

统，提出“其事核而实，使采之者传信也”195的主张。他认为“新乐府”的内

容必须取材于生活，源自于真人真事的真实情况，经得起查证、考核，以便采

诗者上达于君，供以“补察时政、泄导人情”196。换言之，“新乐府”应当遵

循直笔其事的创作原则，并深刻地反映社会生活，积极地干预朝廷政治，直接

                                                           
193

 元稹：《元稹集》卷二十四，页 277。 
194

 元稹：《元稹集》卷二十四，页 277。 
195

 白居易著、朱金城笺校：《白居易集笺校》卷三，页 136。 
196

 原句为“洎周衰秦兴，采诗官废，上不以诗补察时政，下不以歌泄导人情”。详阅白居易著、

朱金城笺校：《白居易集笺校》卷四十五，页 27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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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讽喻现实。
197
此外，白居易认为“新乐府”的创作宗旨是“为君、为臣、为

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198。可见，“新乐府”是为社会、为人

生的艺术，不是为文学而文学的艺术。可以说，白居易的“新乐符”是时代的

一面镜子，反映了一个时代的社会政治状况，上至朝政官宦的腐败、黑暗，下

至黎民百姓的艰难生活，皆尽收于其笔下。 

从语言表现来说，白居易认为“新乐府”的语言必须做到“其辞质而径，

欲见之者易谕也；其言直而切，欲闻之者深诫也”199。换言之，“新乐府”在

遣词造句上除前提之务求质朴通俗、直白显露，元稹与白居易更要求语言达到

切中时弊、直书直事的特质。这样一来，不但利于读者理解，甚至是“老妪能

解”200 。进一步来说，由于“新乐府”具有真实、可信、浅显、易懂的风格特

点，因此能“播于乐章歌曲”201，入乐歌唱，也可以取得更广泛的社会效果。 

简言之，元稹、白居易“新乐府”由重视诗歌内容、形式的真实和通俗，

到提倡诗歌的讽刺作用，再到突出强调为君、为民而作，为现实服务，可说是

一套系统完整的创作理论。这一理论可说是对杜甫“新题乐府”创作经验的归

纳、吸收、总结后之再发展。   

总的来说，元稹、白居易之创作理论固然是建立杜甫“新题乐府”之创作

经验之上。然，双方之间依然存在着微观的差异。兹以杜甫与白居易在创作乐

府之根本性的差别为例。从乐府反映时事这点来说，杜甫唯写所见所感，生民

                                                           
197

 吴加才：〈简论白居易的诗歌理论〉，《扬州教育学院学报》2005 年第 4 期，页 20。 
198

 白居易著、朱金城笺校：《白居易集笺校》卷三，页 136。 
199

 白居易著、朱金城笺校：《白居易集笺校》卷三，页 136。 
200

 [宋] 惠洪《冷斋诗话》载：“白乐天每作诗，令一老妪解之，问曰“解否？”妪曰解，则

录之；不解，则易之。”详阅惠洪：《冷斋夜话》，收录于张伯伟编校：《稀见本宋人诗话四

种》，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 年，页 18。 
201

 白居易著、朱金城笺校：《白居易集笺校》卷三，页 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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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苦与一己遭遇之悲怆情怀融为一体，虽于写实中时时夹以议论，含讽喻之意，

却并非以讽喻为出发点；白居易则将“为君”而作视为乐府的主要目的，从而

极度突出了诗歌的现实功利色彩，而把诗歌等同于谏书、奏章、策文，直接影

响了“诗”的审美效果，削弱了“诗”的艺术形象，甚至取消了“诗”的特性。

可见，杜甫是出之以情，白居易是出之以理念。另外。从诗歌的感情来说，杜

诗沉郁顿挫有一股不平之气，白诗却比较舒缓委婉有一些平淡之风； 杜诗是喷

薄言情，有血有泪；白诗则平实说理，有板有眼。从艺术上来说，杜甫是语惊

人死不休；白居易则是“不为文而作”。202总括来说，元稹、白居易“新乐府”

是建立在吸收杜甫“新题乐府”精华的基础上又有所发展的乐府文学。 

总的来说，元稹、白居易“新乐府”在思想内容和艺术上都颇得杜甫“新

题乐府”的精髓，体现了忧国忧民、正视现实的本质内蕴，也在艺术表现上有

所增长。换言之，杜甫“新题乐府”直面人生的写实精神在一定程度上启发了

白居易“新乐府”的创作，也对之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综合此章节所言，可以说杜甫“新题乐府”的创作风格是具有启后的历史

意义的，其中对元稹与白居易的影响更是深刻的。正如冯班《钝吟全集》称

“杜子美创为新题乐府，至元白而盛”203，可见元稹与白居易从根本上继承了

杜甫“新题乐府”，更在一定程度上有所发展。 

值得一提的是，从元稹、白居易的“新乐府”创作，到晚唐杜荀鹤、曹邺、

皮日休等人，再到宋代、元代、明代、清代等人许多叙写民瘼、反映动乱时代

人民生活之惨状的乐府创作，他们的创作精神在一定程度上还是沿着杜甫开辟

                                                           
202

 参考自乔伟德、尚永亮：《唐代诗学》，页 182 以及吴加才：〈简论白居易的诗歌理论〉，

页 22。 
203

 [清] 冯班：〈正俗〉，《钝吟杂录》卷三，《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886 册，页 5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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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这条路继续前进。
204
由此可见，唐以后的乐府文学并没断绝，文人们还在其

中摄取精华，并放射出杜甫“新题乐府”影响的光芒。 

 

 

 

 

 

 

 

 

 

 

 

 

 

 

 

                                                           
204

 莫砺锋：《杜甫评传》，页 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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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综观全文，大体厘清“新题乐府”的发生轨迹，尤其杜甫与元稹、白居易

对“新题乐府”的开创之功与承继之实，辨析了乐府文学一脉相承的思想倾向

与创新的艺术表现。“新题乐府”的发展轨迹，由杜甫领路，上可追溯至“乐

府”之设及汉乐府之本质，摄取了民间文学的创作经验；下开中唐乐府文学的

创作高潮，掀起声势浩大的“新乐府运动”，影响深远。 

从“古乐府”与“新题乐府”的区别与辨析，可见两者不是完全对立的关

系，两者的界定更是模糊的。更确切来说，“新题乐府”是“古乐府”逐步演

进、发展的趋向结果，其本身更存在着对“古乐府”内容本质与表现形式上的

沿袭与开拓以及摒弃。 

进一步来说，杜甫“新题乐府”中所呈现的创作手法更印证了这一点。笔

者从思想内容与艺术技巧两方面论证、分析杜甫的“新题乐府”创作，同时也

不能忽略的是杜甫所处之时代的社会基础与危机。因着时势的变迁，杜甫延续

汉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写实精神，以“新题乐府”记下了日愈衰落

的社会万象、残酷剥削的统治阶级、水深火热的百姓、视死如归的士卒等上下

阶级的精神面貌，以达到“于民之哀”、“于国之刺”、“于士之慰”三管齐

下的目的。换言之，杜甫“新题乐府”的创作，可说是顺应了时代的需求，是

当代历史背景下的文学产物。在艺术技巧方面，杜甫“新题乐府”更是有所创

新，如“即事名篇“之创题法、撷取概括性场景之取材手法、人物形象的个性

化之表现手法，取得了更高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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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续杜甫“新题乐府”的写实性、通俗化倾向，杜甫作品的创作特色，在

中唐也获得了不同程度的继承。当中，直受杜甫的创作主张影响并具有杰出成

就的要数元稹与白居易。可以说，杜甫“新题乐府”的创作风格启导了元稹、

白居易，并在他们的手上提到一个新的高度，揭开了中唐新乐府运动灿烂的一

页。 

总括来说，论文从起源、本体、影响三方面分别论述“新题乐府”的发生，

其对“古乐府”的继承与开拓及其对“新乐府”的影响，并藉此梳理“古乐府

——新题乐府——新乐府”的发生轨迹，以期对“新题乐府”有更鲜明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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